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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程乐松】从信俗看宗教研究的“中国化”意谓

从信俗看宗教研究的“中国化”意谓

作者：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04-24

就学科特性而言，宗教学的理论建构自肇端处就是以多元信仰共生与跨文化处境为前提的。宗教学研究尝试在诸宗教现象的对照中提取出一种理解信仰及其内在机制与外在功能的普适性框架。然而，这种对照仍然有一个隐匿的出发点，即源自西方宗教传统中的信仰特征。不妨说，这些信仰特征为宗教学的理论诠释框架提供了一种“理论原型”（Theoretical Archetype）或理想型（Ideal Type）。

从上述出发点或理论底色拓展开去，以信仰共生与跨文化处境为前提的宗教研究在实际上践行如下原则：针对非西方社会的信仰现象或宗教传统展开“识别、审查和评判”，即以某些标准来识别何谓信仰，何谓巫术和迷信；通过审查不同文化传统处理超自然力量或神灵的方式来审查其“宗教性”，进而评判不同文化传统的信仰现象。这样一来，现代宗教学的理论建构始终存在西方底色和标准先行的方法论偏狭，从根本上背离了信仰共生的多元性和比较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宗教学在诠释和理解信仰时保障不同的信仰形式在“价值评价”上的公平，同时避免单一标准的普遍审查。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提示我们重新思考“宗教中国化”的意味。从理论建构的意义上看，“宗教中国化”是一体两翼的：一方面从信仰视角着眼，提示了不同信仰的时代化、本土化、在地化和处境化；另一方面则是从理论建构入手，强调宗教理论的建构要回向当下最鲜活的信仰实践与社会文化现象的细致观察和描述。这样，才能以发生于中国的信仰现象为根基，完成面向全球的宗教学理论空间的拓展。

以信俗凝成生活共同体

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可能是中国人的信仰生活及其实践形态最早的“观察者”，依照他们的标准，中国的民众是缺乏“信仰”的。在传教士的理解框架中，有关于何谓信仰的明确想象，而中国南方，特别是沿海的江浙闽粤地区民众的祭祀实践与信仰习俗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民众就是通过庙宇网络和祭祀活动不间断地展开与超越世界和神圣力量的互动，确立每一个社会成员对社会秩序与人伦规则的理解，并且通过一些具体的信仰技术解决公共或个体的生命与秩序危机。

这些信仰实践始终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在生活实践中高度的功能性和技术性特征使得其超越性和神圣性显得十分“稀薄”。与此同时，来自不同信仰传统的各种元素在具体祭祀活动中的融合与共在似乎削弱了信仰的“专一”和“崇高感”，高度习俗化乃至“功利化”的祭祀和节庆活动也似乎消解了信仰的“神圣性”。这种认识显然是预设了信仰与习俗之间的二元对立，也预设了神圣与世俗之间的鸿沟。对于闽粤地区的基层社会而言，信仰的功能是双重的：它一方面以庙宇和祭祀将不同区域的民众凝结成生活共同体，另一方面则以持续实践的方式通过神灵向民众展示天地之道，从而保障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实现对宇宙秩序、生活伦常的深入理解与自觉适应。

闽粤地区的信仰习俗以庙宇体系为载体，以神灵谱系为结构，以祭祀活动为内容塑造了日常生活的时空结构和秩序。对于民众而言，这些祭祀活动并不是验证神灵“神力”的“试验”，而是维持日常秩序稳定、解决危机的必要手段，进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高度功能化的神灵在日常生活中的活跃切近了神圣与日常的距离。因此，不断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信仰实践并不是对信仰的消解，而是体现了民众对于信仰实践背后观念和宇宙图景的肯认与接纳。从这个意义上讲，信俗体现了基础信仰观念塑造日常生活秩序和实践形态的有效途径，而不是评判中国民众有没有“信仰”的证据。

烟火日常中的自我教化

对于闽粤地区的基层社会成员而言，围绕宗祠、地方性庙宇、节庆与神灵展开的周期性、习俗性很强的祭祀活动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他们而言，对神灵的敬畏、参与祭祀和节庆活动的热情都是自然而然的，并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皈依”或“信仰肯认”。不同的神灵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负责不同的生活问题，他们的“协作”保障了生活秩序的稳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神灵在学理意义上的不同归属，乃至在信仰传统上的不同来源对于他们而言并不重要。他们对于这些神灵信仰背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乃至基本观念都不甚了解，真正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神灵的功能是什么，与他们保持互动的祭祀形态是什么，这些具体知识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与此同时，关于神灵的知识、祭祀的形式，乃至其中的规范与禁忌的知识，都是通过始终稳定的祭祀节奏和生活习俗的实践形成的，是前反思、非体系性的。独特的地方性信俗——定期的祖先祭祀、神灵节庆、祭拜活动、庙宇修葺等——对于民众而言，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于这些信俗实践有高度的认同，并且以此为血亲和地域认同的关键要素。民众在这些信俗活动中获得的是一种稳定的秩序感和生活理解。日常生活中神灵的始终在场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和行为规范提供了保障。

民众对于祭祀活动和信俗实践的参与和认识是全方位的，这些活动不仅体现了神灵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人神互动的形式，也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社会资源的聚集方式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质言之，每一个信俗活动的持续参与者、地方性祭祀的“局内人”，都可以获得关于秩序理解与行为规范的默会性共识。这些共识的达成恰是民众通过持续的日常实践在生活共同体中实现的、潜移默化的自我教化与修养。传统中国，特别是闽粤地区的民众，正是通过这种具体的行动——而非广泛且深入的经典阅读与理解——来实现代际的伦理凝聚和规范传承。

“本土化”的理论意谓

显然，对于闽粤地方信俗的浅表观察并不足以说明地方社会生活与信仰的复杂互动，更不足以代表信仰的中国特性。然而，我们尝试从一个小的切口入手达到窥豹一斑的效果。对于理论研究者而言，“本土”是值得切近观察的富矿，其复杂性带来的是巨大的理论空间和可能性。“宗教中国化”从理论的意义上首先要明确理论与经验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经验符合理论，而是理论的活力源自不断多元化和丰富的经验观察和细致描述。因此，我们应该从识别、审查、评判的三步走模式回归对本土宗教的观察、描述与理解，深入烟火人间，切近信仰实践和生活世界的持续互动。

信仰实践可能并不是简单地为生活世界立法，而是为生活共同体的凝聚及代际传递提供内在动力和机制保障。信仰切入民众认知的方式可能也不仅仅是教义的灌输和独一真理的肯认，而是同一个奠基性秩序的多元呈现。在此基础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人神互动”也可能不是强迫神，而是基于有限的、对于根本秩序的认知展开的，保证生活与伦理秩序稳定的持续试探。从这个角度看，近俗见人才是“本土化”的理论意谓和根本要求。从宗教研究理论的角度，近俗见人地深入本土的信仰实践展开观察，不仅是重新发现本土信仰的急切需要，更是重新审视宗教理论、提出中国宗教学理论的合法性基础。

【齐义虎】法律不正经，人心不服从 ——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
法律不正经，人心不服从

——评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

作者：齐义虎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西元2025年4月19日

近日，山西大同的订婚强奸案二审定谳，强奸罪名成立，维持原判。虽然司法上已经尘埃落定，但舆论上却依旧甚嚣尘上。正如审判长所言，其实这个案子事实很清楚，本来没有太大的争议。被告人以强迫手段与被害人发生关系，这一点连他自己都不否认。据此而判其强奸罪，一点都不冤。这个案子如果放在古代，与今天的判决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古代法律对婚前性行为都不允许，更何况强奸了。人类婚姻制度的作用就是约束、限制和规范人的性行为，只有婚内的性行为才是合法和道德的，一切婚外性行为都是不合法和不道德的。网上有人说订婚就视同性同意，这是今天这个性开放时代社会道德水准普遍降低之后的认知，是邪见而不是正见。那么一个明显正义的判决为什么反而会引起老百姓的口哨声？他们到底不满意什么？司法与舆论的分歧点在哪里？这才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这次的舆情其实不在案件本身，而在案件之外。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法平如水，法律如果不能一碗水端平，就会让人感觉不公。此案本身虽然没问题，但其连带产生的负面外溢性却让很多准备结婚的人感同身受、不寒而栗。整个事件的核心表面上看是被炒得火热的性同意权，实质却是畸形婚恋市场下高额彩礼所导致的婚姻已经变成赤裸裸的交易，而且还是一场完全不公平的交易。

男方在财产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得到什么了呢？性的权利？没有。不仅订婚没有，即便结婚了也没有，我们的法律已经搞出了一个婚内强奸的概念。生育权？也没有，生育权只属于女方，男方连插嘴的权利都没有。孩子的冠姓权？还是没有，法律刻意打破传统，规定孩子既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甚至都可以随外婆和奶奶的姓。

在现代法律下的婚姻中，男方的性交权、生育权、冠姓权都被剥离殆尽，只剩下一大堆的义务和风险，那男人为什么还要结婚呢？如今结婚率持续下降与此有很大关系。按照市场交易的算计，嫖娼要比结婚的成本低多了，每次嫖资不过几百块，即便被抓也不过罚款几千块钱，而不像离婚要损失一半的财产。此外未婚同居、包养更是不违法的婚姻替代方式，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权利平等，更是贴心地为不婚者解决了后顾之忧。除此之外，生育和冠姓还可以通过代孕来实现，性价比也比结婚要高得多。既然婚姻只是交易，那交易双方追求的肯定是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这样说似乎很难听，但现实就是如此，话糙理不糙。正是把婚姻视同交易，很多网民才会为被告感到不值、不公。

这个案子里，老百姓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他们已经订婚，双方已是准夫妻的关系，在这样一个性开放是时代，他们之间的婚前性行为被认定为强奸是否合适？是否要与普通强奸有所区别？二是事发后双方有过调解，只是因为男方不同意提前在房产证上加上女方的名字，女方才悔婚告对方强奸，这是否也有居心不良的交易要挟的成分？在整个婚恋交易的市场逻辑下，以上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老百姓的不公平感来自于，本来几百块钱就可以获得的性权利，为什么花了十几万还不能获得？把性同意权单独交给女性，男性的权利甚至安全又谁来保护？去年江西德兴三个孩子皆非男子亲生的案件，对男子的伤害难道不比强奸大吗？其挑战公序良俗的社会危害性难道不更恶劣吗？但现行法律下女方却无须负刑事责任，通奸成了法律保护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岂不荒唐可笑？其实最需要法律保护的是婚姻和家庭，但我们的法律常常以保护女性的名义摧毁婚姻、败坏家庭。我们的法律一方面严厉限制婚内的性关系，另一方面却又极度放纵婚外的性自由，把通奸、出轨、约炮除罪化。如此道德双标，岂能厌服人心？这种明显违背道德伦理与公序良俗的法律规定不仅大大降低了人们结婚的意愿，更是严重降低了法律在老百姓心中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社会主义道德，看不到核心价值观，更看不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想，法律远离了一碗水端平的正义才是让老百姓心中不满的深层原因所在。

高额彩礼是这个案子里又一个关注点。古代民间的彩礼其实并不高，可以理解为男方家长出资对新婚小家庭的有条件赠与，为他们的小家庭提供的启动资金。反过来女方或多或少也要有一定的嫁妆，作为女子的私有财产，帮助其在夫家立足。女方父母也不会通过索要高额彩礼来赚钱，否则为什么过去说女儿是赔钱货而不是赚钱货呢？赔钱就是因为不仅彩礼返还，还要带走娘家的嫁妆。高额彩礼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女性被资本物化并明码标价的产物。价格谈不拢便以强奸威胁，这与强盗抢劫何异？而且，关于强奸的定义也需要与时俱进了。我们现在法律上只认定男性对女性的强奸，实际上女性对男性也可以强奸，同性之间甚至人与动物之间也会有强奸。法律既然是公平的，就不能光保护女性，面对着强奸的威胁，男人和动物一样需要法律的保护。

我们的立法者们应该牢记，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法律如果丢掉了道德的基础，也将失去民心。以德治国不是单纯的口号，也不仅仅是柔性的道德评价，更要融入法律制度规范之中，引导我们社会的价值方向。如何在立法和司法中体现以德治国的原则，这是对我们中国特色法治的一大考验。说到底，法治最终要平复人心，而不仅仅是裁断罪行。孔子说得好，免而无耻不如有耻且格。实现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路径就是法治的中国化。只有中国化的法治才能顺乎人心，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把法律与道德融为一体，才能成为正经的法治。不正经的法治，再义正词严，也不会被人尊重。

作者简介：齐义虎，男，字宜之，居号四毋斋，西元一九七八年生于天津。先后任教于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乐山师范学院。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和儒家宪政问题，著有《经世三论》。

【李竞恒】“中华文明西来”说无法成立

“中华文明西来”说无法成立

作者：李竞恒（《历史评论》2025年第1期）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历史评论》2025年第1期

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备独特的文化基因与演化路径。随着现代考古学发展，日益丰富的考古证据已经展现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和演化的清晰线索，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可以休矣。

自17世纪开始，各种有关中华文明源自西方的假说此起彼伏，具体观点也是五花八门，有“埃及”说、“巴比伦”说、“印度”说、“中亚”说等。尽管这些“学说”现在看来十分荒谬，但确实对近代中国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时至今日，这样的说法在社会上依然小有市场，有必要对其进行溯源和辨析。

西方人的傲慢想象

“中华文明西来”说最初源自西方传教士。例如，德国耶稣会传教士基尔什尔（A.Kircher），在1654年和1667年分别出版的论著《埃及之谜》《中国图说》中提出中华文明源自古埃及，古埃及人在挪亚长子闪的率领下来到中国，他们带来的古埃及文字演化为汉字。法国主教胡爱（Pierre-Daniel Huet）在1716年出版的《古代商业航海史》中推测，中国人“虽非全属埃及之苗裔，至少其大部分必属埃及人”。再如，法国人德基涅（Joseph de Guignes）在其1758年出版的《论中国为埃及之殖民地》一书中宣称，中国古代史即埃及史，正如法国人在美洲建立王国，“以前法国史均成为此殖民地之古代史”。可见，此类“西来”说基于西方宗教的傲慢想象，没有任何严肃的学理论证和历史依据。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有西方传教士持这种观点。如英国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就将我国川西地区的羌民信仰视为一种“一神教”，并认为他们是“古以色列”的后裔，穿衣尚白的习惯是以色列人的习俗。

各种“西来”说中，较有影响力的是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于1894年在《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中提出的“巴比伦”说。他宣称，巴比伦酋长奈洪特（Nakhunte）在公元前2882年，率领巴克（Bak）族迁徙到中国。奈洪特就是中国古史中的黄帝，巴克就是中国的“百姓”。而中国上古的神农就是萨尔贡王（Sargon），造字的仓颉就是但克（Dunhit）。他还提出，中国的文字、卦象都源自楔形文字，历法中的闰月和金木水火土的日累积法等，也都源自巴比伦。对于拉克伯里的说法，历史学家何炳松评价道：“此人富于神思，而拙于科学”，“在现代史学界有此种天开之异想，叹观止矣！”可以说，拉克伯里的假说，根本经受不起学术检验，纯属荒唐之论。

拉克伯里的异想天开之说通过日本人的传播，进入当时中国人的视野。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在1900年出版的《支那文明史》一书中，鼓吹拉克伯里的“巴比伦”说。1903年上海竞化书局将该书译为中文，迅速引起国内学人注意，部分人甚至接受了这一观点。例如，刘师培在《古政原始论》中就宣称，中华文明“自西徂东，以卜宅神州之沃壤”。对此，有学者总结道，“文化西来说种种，在二十世纪初年灾难深重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面前，一种交织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悲凉情绪支配着大多数知识分子”。换言之，这种现象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我国部分知识分子的情绪反映，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对于流行一时的“西来”说，当时学界已有质疑与反对的声音。例如，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表示，“近人言吾族从巴比伦迁来”，但是通过“巴比伦故墟掘地所发见之证据”来看，古巴比伦人“与吾族文化相去远，恐非同种也”。缪凤林也在《中国民族西来辨》一文中批评道，“八卦由来与楔形字根本不同。盖楔形字为古巴比伦象形图画进化之最后一阶级，而伏羲作卦，其先仓颉之整齐书契，正式成象形文字，尚不知几何年。其较楔形文字为早成，更不待论也”。梁启超《中国上古史》称“西来”说“牵强媒合，殊类滑稽”。

“西来”说备受质疑

中国学者对各种“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普遍反思，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在河南渑池发现仰韶遗址后，宣称仰韶的彩陶文化系“西来”。安特生提出，巴比伦彩陶年代早，仰韶彩陶应该是从西亚传入中国，“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来说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安特生的观点发表后，便遭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lgren）批评，他认为，在此之前，黄河流域已经存在原生文化。李济、梁思永等考古学家，对于仰韶文化“西来”说也表示怀疑和否定。后来李济在《中国早期文明》一书中，将“西来”说称为历史观的迷失，是“不成熟的半吊子的科学历史观”。实际上，安特生对于仰韶彩陶和西亚彩陶的对比是片面的，只是选取某几个点、线来进行类比，其结果自然不可信。

当时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各种“西来”说进行批评。如陈汉章在《中国通史》中提出，公元前2882年正是中国颛顼帝时期，怎么可能由西来巴比伦酋长成为中国的黄帝。缪凤林更是从学术、文字、宗教、建筑、文学、美术六个方面，系统阐明中国古代文化与西亚并无关系。何炳松进一步分析了传播“西来”说的心态，“西洋人自大轻人之心事并亦流露于学术研究之中，殊出吾辈崇拜西学者之意外；而各种新神话之兴起，此或即其主要之原因。吾国学者对于西说每每不分皂白，活剥生吞，遂至堕入此辈学术界‘帝国主义者’之玄中而不自觉”。何炳松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来”说盛行，一方面是西方人的“自大轻人之心”，另一方面则是一些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迷信。邹诗鹏《文明的自识与自信》一文总结得十分精辟：“从‘西来说’在中国的实际传播状况而言，其又呼应了在现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不断泛起的妄自菲薄与崇洋心态，并为民族虚无主义所裹挟、利用甚至为其张目。”

可以说，从17世纪到20世纪，各类“西来”说大多充斥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甚至暗含殖民主义目的。此类说法企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解中华文明主体性，配合西方殖民扩张。20世纪30年代，顾实在《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中明确提出，“近世西方帝国主义者，方以殖民地视中国，故一方高唱中华文明西元之说，又一方高唱中华文明古虚之说”，展现了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对中华文明主体性意识的自觉。

中华文明独立起源

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表达政治礼仪的艺术体系、文字以及农作技术等，有别于亚欧大陆的其他古代文明。早期中华文明的宇宙观，除了“扶桑—十日”、“建木”、“若木”和“地下黄泉”构成的宇宙形象外，还以东西对应龙虎，并兼具天文历法的含义。这种组合表达，已见于距今六千多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仰韶大墓蚌壳堆塑。中国的龙信仰形象，最早见于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龙形堆塑，距今已有八千多年。湖北黄梅焦墩龙形堆塑，距今也有六千多年。中国文化以龙作为重要政治、礼仪象征的传统一以贯之，在夏代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代表王权的绿松石龙，可以印证《左传》《国语》《山海经》等文献对夏王朝与龙关系的记载。

中华古代文明将青铜器和玉器构成高级礼器组合。欧洲、西亚等地的古代文明也使用青铜制作礼器，如欧洲的青铜巨爵、大锅、长椅以及西亚的萨尔贡青铜头像、青铜门等，但都没有将青铜礼器与玉器组合使用，以表达复杂的政治、宗教含义。而中华古代礼乐文明中，玉器与青铜器、黄金器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红山文化的各类玉龙，到安徽含山凌家滩展现原始八卦的玉版、玉龟，再到良渚大墓表达军权、神权内涵的众多玉钺、玉琮、玉璧组合，玉器一直是中华文明礼乐表达的最高级载体之一。自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的发展繁荣展现了古代中华文明独有的“青铜—玉器”文明特色。在此意义上，三星堆文化兼用青铜礼器和玉器的礼器组合，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典型特征，说明三星堆文化绝非所谓“西来”。

中华文明还孕育出独特的文字。早在距今八千多年的贾湖遗址中，就出现类似甲骨文的“目”、“日”等刻符。在龙山时期的丁公、王城岗、程子崖、陶寺等古城遗址中，也出土诸多刻画与朱书的早期文字雏形。不同于其他文明的表音文字，汉字能够独立于语音之外，以独特的书写结构承载文明信息。这一特点使得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掌握汉字的人士，都能通过笔谈顺利交流。

与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等地的古老文明不同，中国的中原文明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使用神像，而使用神主、束帛依神、结茅为菆和立尸之礼。《礼记·曾子问》《白虎通·祭祀》等文献中，对用尸之礼有详细记载。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总结，“春秋以后，不闻有尸之事”，“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中国本土起源的道教，一直到东晋和南朝早期，还在坚持不使用神像的古老传统。

在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当然吸收借鉴过外来文明的成果，如小麦种植、马的驯化等，但这是不同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互鉴，绝不是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覆盖，更不是中华文明的“外来源头”。然而，部分持“西来”说者却将其作为所谓“文明西来”的证据，这在史实和学理上完全无法成立。在对外交流中，起源于中国的水稻种植、丝绸与养蚕等，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早在距今一万年以上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已发现人工栽培水稻的植硅石。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浙江上山遗址，也发现人工栽培水稻的碳化稻米。根据现有考古发现，中华先民驯化、种植水稻的时间远远早于其他人群，中华文明无疑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文明。养蚕技术对外传播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贾湖遗址两处墓葬的人类遗骸腹部土壤样品中，已发现蚕丝蛋白残留物，结合遗址中发现的编织工具和骨针综合分析，贾湖居民可能已经掌握基本的编织和缝纫技艺，并有意识地使用蚕丝纤维制作丝绸。高通量测序和群体遗传学研究显示，当今全球各地的家蚕品种，均是五千年前从中国野桑蚕祖先单一驯化而来。如果按照“西来”说的逻辑，是否可以说，现在种植水稻和养蚕纺丝的国家，其文明都源自中国？

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从产生开始，就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无缘，充斥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和西方中心主义偏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此类说法已经遭到中国学者的批评与摒弃。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备独特的文化基因与演化路径。随着现代考古学发展，日益丰富的考古证据已经展现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和演化的清晰线索，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可以休矣。

【许石林】小孩子不宜多读绘本，慎待《世说新语》

原标题：《世界读书日谈读书：读书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作者：许石林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南方周末」2025年4月23日

“4·23世界阅读日”快到了，周末上午去少年宫给一群家长和小学生分享读书，主题是：绿色阅读。

天气闷热异常，现场空调不给力。小孩子们吵吵闹闹的，能正经讲什么！但我讲的半个多小时，场面却相对安静，小学生和家长们差不多都在认真听。

可能因为我用危言耸听这一招震慑了他们——我说读书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有一种书不是真正的书，是读着玩儿的东西，即绘本。所谓绘本就是我小时候读的小人书一类的东西，现在的绘本出得太多太快，因此粗制滥造的多，总体质量严重不如那时候的小人书。

其实，绘本的确是迎合小孩子的东西，而人就是在被迎合中被耽误的，被取悦中被惯纵的，而不是被启迪的。所以，建议小孩子绘本不能多读，正如甜食不可多食。

另外一种书对小孩子来说应该算是“坏书”，家里千万别藏这种书，比如《世说新语》。老师家长教小孩培根养正，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培养树立的东西，结果被《世说新语》中一句话就能摧毁。从前士大夫之家，是严禁子弟读《世说新语》的——明代薛冈说：“士大夫家少年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这种观点非独薛冈，见于史籍者，比比皆是。

《世说新语》大致说来，如“德行”诸部尚可；如“轻诋”“简傲”“谗险”“任诞”“忿狷”诸部，最易祸人子弟。即便是如“雅量”“言语”“品藻”诸部，也是经不起情理分析的。如：“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

——简文帝逝世，十多岁的孝武帝继位，服丧期间，一日至天黑，他也未按照礼仪去灵前哭丧。侍从向他奏道：“按惯例应该哭了。”孝武帝说：“悲痛到来时，自然就会哭，有什么惯例不惯例的！”这就是小孩子随性任意，不知天子之职在于为天下守常，这种荒废礼仪虽美其名曰遵照内心真情，但却是毁坏礼仪。若人人都遵照内心真情行事，则天下必然无礼。礼仪的本质，就在于本诸内心的真情实意而制定的损有余以补不足之节，其形式本身的意义更长远。

别的简傲放任之例，其害人之处不难发现。有些典故人人津津乐道，却不知道其危害。如“坦腹东床”被列入“雅量”：一个傲慢不懂事的小伙子，客人怀着好意前来求亲，他却故意坦腹东床。虽然被看中，但这雅量是对方的雅量，作为年轻人，其行为虽非大恶，毕竟简傲无礼。然而，年轻人读至此，多因其简傲而兴奋欲效仿，而罔顾别人之雅量。

见人动辄称赞“雪夜访戴”之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洒脱。其实这种想起一出是一出的随性违礼，很误人！你是校长，你愿意自己的学生想上学就上学，想旷课就旷课吗？你是企业主，你愿意自己的员工想上班就上班，想躺平就躺平吗？

其实《世说新语》中许多历史名人能为今人所熟知者，在古人比如颜之推看来，都是反面教材，对子弟有警戒作用的。《颜氏家训》告诫子弟，不要学这些人：“阮籍无礼败俗，稽康凌物凶终，傅玄念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记，大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阮籍因无礼败坏风俗；稽康因欺物不得善终；傅玄因愤争而免官；孙楚因夸耀而欺上；陆机因作乱而冒险；潘岳因侥幸取利而致危；颜延年因负气而被免职；谢灵运因空疏而作乱；王元长因凶逆而被杀；谢玄晖因侮慢而遇害。以上这些人物，都是文人中杰出的，其他不能通通记起，大体如此。至于帝王，有的也未能避免这类毛病。）

河北当代儒学者吴孟恩先生说，他小时候从图书馆借了一本《世说新语》，被乃父看见，严命他立刻还回去，不准读。吴先生说：坏东西最吸引人，越是淳厚端正的东西，反而不招人喜欢。

原因就这么简单。《世说新语》很容易让天资聪慧的人沾染并上瘾，尤其是现代人读书，不像从前，就学开蒙有步骤、有规划。现在人读书顺序错乱，基本上是碰到什么读什么，往往越认真，中毒越快，越勤奋，受害越深。为什么许多聪明人中了《世说新语》的毒，将其奉为精神老巢，还触犯不得？没办法，他在《世说新语》这口井中感冒了，病自深处而得，极其难治。

一个人，如果幸心滔滔，必天性畏难喜易，立身行世，总在寻求捷径、伺机弯道超车，又急于给自己周身敷衍书卷气，必然选择《世说新语》。正如学习戏，学平正之音见效慢，不容易出味儿；学欹险之腔易得味，模仿一两处，即近乎有味儿。比如《世说新语》中的“任诞”篇，反正统、反礼教，让人很容易显示存在感，能借以标榜卓异、展现洒脱，又出自古人，眼儿看上去仿佛有书卷气。

那么，《世说新语》被你说得“坏到这地步”，为什么不毁了它？这就是另一个问题：物有差等，人情不齐。《世说新语》作为重要古籍，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文化价值。我不主张销毁它。

曾经有个令人痛心的新闻：一个2岁多的宝宝，在二伯的哄逗下喝了一两多米酒后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之后，虽然侥幸救回一命，但因酒精中毒导致脑损伤和癫痫，智力、运动、语言发育迟滞。举这个例子是打个比方，《世说新语》就是成年人喜欢的美酒，而孩子太小，不能沾，否则会要命。

读书正如用药，人得病，即身体偏斜不正，正以药性之偏纠之。而医生都知道虎狼之药慎用。

正如今人多崇拜“竹林七贤”，其实，“竹林七贤”也不是平常人家子弟读书修养所应该钦慕的榜样。道理相同。

我宁愿学生读《红楼梦》这种“死活读不下去”的书，也不主张学生过早读《世说新语》，至少读《红楼梦》遇到的困惑，正是文明道统断裂后的困惑，果能解除困惑，就能自然回归道统。

最后让我推荐一本书代替《世说新语》，我推荐《颜氏家训》。

作者简介：许石林，男，陕西蒲城人，中山大学毕业，现居深圳。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杂文学会会长、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曾获首届中国鲁迅杂文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主要作品：《损品新三国》《尚食志》《文字是药做的》《饮食的隐情》《桃花扇底看前朝》《幸福的福，幸福的幸》《清风明月旧襟怀》《故乡是带刺的花》《每个人的故乡都是宇宙中心》等。主编丛书《近代学术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民族风俗卷》《晚清民国戏曲文献整理与研究·艺术家文献》《深圳杂文丛书·第一辑》。

◆悼念
讣闻｜空山（吴小东）先生逝世

民间儒生、读经教育实践者吴小东先生，因积劳成疾，于西元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夏历四月廿六）在安徽阜阳家中安详离世，享年五十三岁。

吴小东，笔名空山泠雨，又名空山，西元一九七三年九月九日（农历八月十三）出生于安徽阜阳临泉县。西南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曾任中学、高校教师。二零零三年从嘉兴学院辞职，任编辑记者。二零零六年接触读经教育，遂投身民间办学，迄今十九载。

先生毕生传道授业，桃李盈门。二零零八年于北京创办三人行家塾，倡经典诵读，化育蒙童。数载而从游者众，遂更名千人行书院，蔚然北地读经重镇，四方学子皆沐教泽。又以宣讲经典、著书立说为志，德润学林，名播四海，常有佳文响于网络。其文章结集为《爱他，就让他读经吧》一书，出版后影响深广。

先生为人温和宽厚，好学不倦，其谦谦君子之风，乐于助人之德，久为众仰，实当世一笃实儒者。

今先生不幸染疾病，方过知命之年而遽归道山。所憾者，宏图未竟；所幸者，桃李成蹊，儒门薪火不灭。其为人为学，足为后学敬仰传诵。

谨此讣闻，伏惟珍重。

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四月廿七日癸巳西元2025年5月24日

深切悼念空山先生（一）｜周应之 吴元士 朱慶宏 何伯勤

悼空山兄

既为读经界同仁，知空山兄素以才情名闻，虽谋面少而惺惺相惜者多，终有因缘于北京文礼为同事，复为邻居，常因哲思不同而争议颇烈，何尝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之论道声交之乐。空山兄有贤妻，又有爱子者三，人伦之乐亦羡煞于旁人。同事不过年余，彼则怀他志而归淮西故里，复起私塾以教子弟，常有佳文响声于网络，彼驳狂墨之言亦醒人耳目，谁想别后仅二载，彼方过知命之年便遽收世身、舍妻弃子而归息道山，令我等故友情何以堪！生虽在世，命岂由己！而生既在世，又岂能无为！故为道友，我等志道之不息或可告慰于彼天上之灵！曾为同事，于彼家属之关怀，或可告慰于彼泉下之灵！

呜呼！哀哉！

庭中老树葱茏正，

告诉故邻已遁形。

不再能听高议论，

从此思乡记曾经。
一一周应之（孟母堂创办人）

空山语寂，儒风长存

——沉痛悼念私塾界同仁空山君

晨起开机，从广毅兄处惊闻噩耗，不禁恸然生悲。余与空山君虽无缘面交，然神往已久；虽理念相异，却惺惺相惜。君之文才，吾素钦佩；君之情怀，吾更敬仰。一部《爱她，就让她读经吧》，可谓吾人走入读经教育的启蒙之作，曾将其言与小女照片合而为一，作为学堂的画册封面。

犹忆昔日读经教育鼎盛之时，君倡纯读，吾倡反思，尚不自量力，与君笔战，成为吾初入塾界，便广为流传，产生较大影响的一篇热文。今斯人已逝，唯余茫茫，追思君为读经教育所作之贡献，重读君为中华文化所著之雄文，乃悲天地之有憾，叹世事之无常。

唯摄心敛容，望北而拜，茹素一日，遥奠君子。可告慰者，君所垂之嘉言懿行，必当继续激励后学循阶而进；君二十年所课之子弟，已桃李成林而为未来中国之读书种子；君未竟之事业，亦有同仁接力而继续之，虽有憾而犹无愧矣。

礼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今君天命终而道德成，肉身殁而精神存。闻君临终之时，犹受书三拜，从容留语曰：“读经廿载，得效曾子易篑，有何愧焉。”壮哉，我儒门君子。余曾作自命诗一首：“我虽哭着出生，却要笑着死去。”君已含笑先行，吾当勉而效之。

空山音已寂，大地色茫茫；遗命效曾子，儒风长发祥。乾坤虽有憾，世事亦无常。此身奉先圣，千秋永留芳。

——吴元士（杭湾书院三期班主任）

弔吳君空山文

維孔歷二五七六年 歲次乙巳 孟夏庚申朔 越廿四日 

愚弟朱慶宏 謹遙奠於 吳君空山之靈前曰：

與空山兄初識於明德堂，於今已有十二年矣。恍若昨日還談笑於羅浮山下之甘蔗林， 不覺今卻已陰陽兩隔。豈不慟哉？ 

兄有大功於讀經教育之推廣，念茲在茲，未有須臾之離，正值英年，卻染斯疾而逝。豈不憾哉？

或上蒼垂青，召之於重任，布經典之甘霖，雨教育之香華。豈不幸哉？

生之當世，無愧於心；逝之而去，澤及后人豈不安哉？

人生斯世，無論年歲， 「當行則行，當止則止， 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空山兄之一生，臨淵履冰，孜孜競競。足矣！ 

伏惟 尚饗 

弟 朱慶宏 頓首 （字伯衍 自浙南畲鄉遙寄）

悼儒门同道吴空山先生

志士究心读经，为家国元命再造。

丈夫献身儒业，与天地大道长存。

乙巳四月廿七日，镇原何伯勤于乌鲁木齐敬悼。

深切悼念空山先生（二）｜慕朵生 黃元澍 张俊纶 方靖尧 袁彦 張翕 田田

哀悼民间儒者吴小东兄

惊闻吴小东兄因病辞世，沉痛悼念、深切缅怀！

经者，国本也，道统也；读经，则厚植国本、赓续道统也；小东兄本仁心、发大愿，二十年如一日力行读经、推广读经，则厚植国本、赓续道统之人也。零零年代，某与小东兄时有交往、共议读经，并编发其多篇读经论文于儒教网，深知其为谦谦君子、好学之人，且知其推广读经殊为不易。然其读经，由一人行而三人行，由三人行而千人行，则小东兄殊胜之妙果而大有功于素王玄圣，此正儒者之求仁得仁、内省无悔也。后十余年，某与小东兄接触不多，偶有网讯传音而已。今忽闻小东兄长行不顾，深感震惊、痛心不已！

聊表数言，敬致哀悼！

小东兄一路走好！

——慕朵生

「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悼吳師空山記

四月廿二，余遽聞吳師病革，見照片，形若耄耋，顏色憔悴。旋告乎先生，祈示探望之儀。先生亦大驚，命速與執院商之。時執院在歐，亟令人事備禮金。廿五日，余遂與泰恆率千人行學子今在書院者，凡十二人，驅車往乎臨泉。千里而至，夫人彭氏引眾入宅，乃見吳師臥床枯槁，其氣愈衰，甚乎照片之時。於是絡繹而問之，復示先生所書「長發其祥」以贈。師強坐稱謝，危身三拜。游絲之息，似吹彈而可破；篤定之態，若泰山之不崩。當是時也，易簀故事，彷彿目前。一室之內，氣為之屏。余時風寒未愈，不敢近，乃攝此影於門前。欲放聲而哭，又不忍發此頹喪之音，唯默然拜別而已。是日也，書院之慰問既達，眾復千里而返，盡懷沈重之思，以為厥疾殆難瘳矣。傳影於先生，先生感其苦而亦慟，曰：「如之何？如之何？」。余莫之能對，答曰：「才出醫院，正用中藥。」猶欲禱其生機於萬一也。次日，憂慮之心尚未平復，噩耗陡然而至。嗚呼哀哉！乃瞠目結舌，如聞晴天霹靂。告諸先生，亦唯哭而已矣。自是，五日之內，初而驚，再而慟，三而悲。遂嘆時命之來也，烈於猛火，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欲問天之報施君子，其如何哉？德福其一致已乎？善惡其分明已乎？雖有巧曆，其誰能為之算籌權衡哉？無限之可悲可憐，無窮之可惜可恨，蓋亦束手無策莫如之何而已矣！嗚呼！哀哉！

先此二月，時維曲阜春會之末，吳師嘗於百眾人前，道辦學之思，曰：「甚矣知止之要也。設學堂只十數人，則生資不至於困窘，而校務因簡，不至於勞形，復無竟日之諍訟亂耳。於是堂主亦可精進學問，盡心力於二三子也。」言罷，滿座撫掌。余與泰恆及數師弟妹在側，亦深然其意，由衷而敬之。以為此吳師半生之省，誠金玉良言也，能無從乎？又喜前輩之有道，循此而往，必有實學可成焉。蓋以千鈞之機，甫合聖學彀率；定盤之針，才安萬化根源。咸欲翹首盼其道業於將來，克日臻精微廣大之絕域也。詎料此語重心長之勸，竟為也哀也善之遺響哉！嗚呼！

乙巳年四月廿六，吳師遽歸道山。廿七日，伯行受書院之命，率數子往為治喪，蓋欲行古禮也。禮者，非由天降，非由地出，人心而已矣。人心者，是非辭讓，羞惡惻隱而已矣。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人一息尚存，四體康健，安敢暴殄天物，以負吳師哉？曰死曰終，則始乎今日之志也。尚饗。

——臨川黃元澍記於曲阜闕里書院

吊念吳小東先生

吳小東病革，先生書“長發其祥”，使元澍、泰恆等七人往問之。元澍、泰恆展字，小東命扶而起，三拜叩首，南向而言曰:“讀經有年，未嘗徘徊，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于先生，無愧于經典。”复扶還枕，旋即昏厥。聞之有作：

萬里追隨志不移，大鵬蒼海孰能期。

攙扶南向猶三拜，昏厥西賓呼老師。

淚眼朦朧長不起，一身憔悴太支離。

人間千古鏡頭在，化作永恆天亦悲。

——张俊纶

悼友空山

斯人英年逝，千里冷雨泠。

青山埋傲骨，经界空余音。

一生随仁义，无愧光明心。

身死魂犹在，身后万人行。

——乙巳四月廿七日，方靖尧于广东敬悼。

悼空山兄

我與空山約2007年前後網上相識，在儒家和讀經論壇頗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後綫下見面數次，同有恨晚之意。2014年時，彼於私塾圈力倡純讀，多著鼓吹之文。而吾因目睹純讀之弊，極力勸之不得。故至此分道，後竟無一言往來。十年過隙，直到今年三月，會於曲阜私塾堂主論壇，得言數語，互有所見，或为破冰之始。未料撒手天涯，不復容言，甚感悲切！斯人或未及千古，但留世人反思回味，亦不失其志也。

——袁彦(全球私塾联谊会会长)

乙巳四月挽空山先生偈

養生弗執念，扶道趨大公；

收發非竭盡，火侯占分明。

莫落見與悟，伐柯冾最真；

孝悌即斯道，回光即來生。

調燮知時量，性命濟參同；

為有大精神，何懼一肩重。

此知無不統，晦朔醫世用；

求仁坎離易，運移不失中。

五氣轂通理，漁樵三五吟；

六根門頭上，內外藥無窮。

願君英靈反，遍體純粹金；

但照腔子里，丹心凝丹身。

初正則終修，得本豈愁末；

掩蔽互藏密，二孔互往來。

地軸轉赫光，獨識空羸尪；

併兩隱聖哲，懷玉外褐夫。

君有空洞在，混合綱紀春；

鑄天尚餘蘊，三人行處行。

——張翕(中扃书院)

空山新雨晚来急

滴星风云传古训

千里人行书院路

经典声中泣血魂

——田田(颜回书院)

深切悼念空山先生（三）｜米湾 阿博 史明诚 郑坤明 儒家网编辑部
小东先生逝世之讣，闻之如晴天霹雳！何仁人如此之不幸耶！小东先于北京海淀苏家垞办三人行私塾时期，余曾与朋友元享先生前往观摩两次，致以柴薪之费。小东先生亦曾至寒舍叙话。深感其办学理念之正大，为人之醇谨，乃不可多得之民间教育家也。遽而弃世，痛乎伤哉！

小东先生安息！

——米湾（王瑞昌）

空山寂寂，斯文永懷

——追思吳小東老師

空山寂寂，冷雨瀟瀟。乙巳年四月廿六，驚聞吳小東老師（空山）遽歸道山，悲從中來，愴然難抑。空山以畢生心血澆灌經典教育之根脈，而今儒林折棟，空留餘音繞梁，令人扼腕長歎。

憶昔讀經教育興盛之際，空山以《愛他，就讓他讀經吧》一書振鐸發聲，如清泉滌蕩蒙塵之心。其文風峻烈而情深，字字皆含赤子之誠，更以讀經理念立世，致廣大而盡精微。彼時學界爭議紛紜，空山獨守孤懷，與諸同仁筆戰交鋒，然其心昭昭，唯恐經典精髓湮沒於浮華。

聽聞空山病篤，季謙先生使元澍、泰恒十二人俱之皖問疾，書“長發其祥”以贈。空山見字，命扶而起，三拜叩首，複扶還枕。眾人圍繞，憂戚其疾。空山力竭，微聲而和顏，曰：“勿憂我！勿憂我！請代問安先生。”追效顏、曾，眾皆淚下。翌日而歿。

猶憶公眾號中署名“空山冷雨”之文章，字字皆是未冷之熱血；視頻號間義理精妙文思縝密之言辭，聲聲俱為不滅之薪火。昔人雲“空山不見人”，但聞松濤處，自有空山書聲雅韻回蕩群山——此般氣象，定為空山最願見之悼念。

儒門失此赤子，經典痛此傳燈。唯願空山道山安隱，蓮台長明，他日桃李成蹊處，再續杏壇未了緣。伏惟尚饗。

〇绛帐传经，杏坛振铎，韦编三绝承周孔；化雨润千山，桃李成蹊昭日月。

〇空山归道，松柏铭心，椽笔孤怀寄典坟；高风垂万世，文章立命继春秋。

——阿博敬挽

今春三月在曲阜与空山先生见过一面，没想到这第一面，竟是最后一面。那时的空山先生虽然瘦弱，但仍有精神，不意两月之后，竟枯槁如此。百年来风教陵夷，斯文废坠，如同历史上很多存亡继绝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体贴到天命的人，能自发地兴学育人，存斯文于不绝，空山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一位可敬的教育者，也是一位有风骨的儒者。可惜天不假年，遽归道山，先生千古。

——史明诚

“我们需要同行者，无论在何时何地。”惊闻吴小东先生昨日溘然长辞，十年离别，竟成永别。自从毕业在千人行书院至今已经跨越11周年。辗转北京山东河南上海江西从桀骜不驯到谦卑温厚，除却岁月的打磨，更多的是与经典同行得来的洗礼。人世往来，瞻前须要顾后，念念不忘，才能回响。惟愿吴先生在另一个维度里可以学有所乐志据依游。

——郑坤明

惊闻民间读经先行者空山先生因积劳成疾，遽归道山，儒家网编辑部同仁闻之者莫不震悼悲伤，怆然涕下。先生以一片纯心，投身读经运动近二十载，矢志复兴，戮力劳心，且知且行，不遑有栖，虽道不必尽同，亦足以表率士林，殊可敬佩。且夫士之有学有行同先生者，念兹在兹，必有所期，而有所趋，君今乃中途而殁，已然不睹，未克其造，号泣旻天，宁不悲乎？春风沂水之上，与二三子同游之乐，竟至不可得耶？唯树人百年，作育英才，苗而待秀，或及焕然，君则先之于此矣，后之来者，能弗思之？而功之不朽，亦当无憾。

义有所归，法有所从，振铎百年声自远。

事堪其瘁，身堪其瘅，仆尘中道世同悲。

——儒家网编辑部全体同仁敬挽

于孔元2576年暨西元2025年5月26日

◆读书
鲍有为 著《何休经学思想研究》出版暨结语

书名：《何休经学思想研究》

作者：鲍有为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4-12

【作者简介】

鲍有为，1986年生，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两汉、清代经学思想研究。目前主持省社科项目三项，发表论文《清代公羊学与汉宋学的互动》《刘向“自持其〈穀梁〉义”考论》《汉代京氏易学与何休公羊灾异论》《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等多篇。校点金履祥《尚书表注》、许谦《读书丛说》。

【内容简介】

本书系作者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何休作为汉末公羊学的代表，其公羊学不仅反映了汉末的社会政治，同时也融合和吸收了两汉的学术成果。既有对董仲舒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的吸收与领会，亦有自己的深刻理解和体会。本书以三科九旨作为纲领诠释公羊学，目的不在释经，而在诠释圣人之志，以体现对现实的批评分析、对儒家理想政治的祈盼与追寻。对其研究，可有助于加深对汉代经学思想的认识。本书侧重分析何休三世说、何休例法、何休礼学、何休灾异观，以及何休与穀梁学关系，以多个专题形式呈现何休经学思想的丰富性。把何休经学思想放在秦汉思想史的流变中加以考察，主要从几个问题入手，由不同侧面剖析何休思想的特色。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何休三世说与儒家政治理想

第一节 何休与相关三世说

第二节 三世说考论

第三节 三世说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中的运用

第二章 何休公羊义例论

第一节 《春秋》例略论

第二节 何休的公羊例

第三章 何休公羊礼考论

第一节 何休相关礼学文献

第二节 《公》《左》之争视域下何休对礼制的阐释

第三节 何休阐释礼制的依据

第四章 何休灾异论

第一节 先秦思想与灾异观念的初步形成

第二节 董仲舒与汉代灾异理论的具体建构

第三节 刘向、刘歆与汉代灾异的阐释

第四节 何休与《公羊传》灾异的具体阐释

第五章 何休与穀梁学关系考论

第一节 《公羊传》与《穀梁传》之比较

第二节 董仲舒与穀梁学之关系

第三节 刘向与穀梁学

第四节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与《穀梁传》之关系

第六章 清代何休公羊学之研究

第一节 庄存与与汉代《春秋》学研究

第二节 刘逢禄与何休公羊学研究

第三节 公羊学的考据化转向：凌曙与陈立

第四节 廖平今古文经学观与何休公羊学的重估

结语

参考文献

【结语】

何休作汉末的一位士大夫，其在中国历史中的成就，皆体现在他流传至今的《解诂》一书中。此书成为后世研究汉代公羊学的必读书目，也为理解汉代的今文经学，以及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提供了文献基础。随着汉代经学的衰落，魏晋之后的《春秋》学，虽然依旧涉及公羊学，但很显然士大夫们对《左传》的热情要高于公羊学。而宋元时期，由于理学的兴盛，士大夫更多关注《春秋》学与现实的联系，因而公羊学的非常可怪之义基本不在研究范围之内。而所谓的经学家法的专守，随着宋人主体性的增强，疑经成为了常态，何来经典章句的专守？因此，我们讨论何休的公羊学，基本只能把范围锁定在汉代，以及公羊学再次复兴的清代。

其实对汉代公羊学的研究，迄今为止成果是很丰富的，尤其是对汉代董仲舒的研究。相对来说，何休的公羊学研究，由于其著作为注释体裁，缺乏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综合性，因而其哲学性、思想性高度皆难以与董仲舒比肩。但是，何休作为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经学家，他对《公羊》的注释不仅是汉代今文经公羊师说的梳理与总结，更是整个汉代学术主体的深度揭示。他对《公羊传》不厌其烦地注释，即是他向往圣人之志的学术追求，亦是作为一个关切国家命运士大夫的情感折射。因此，何休公羊学的学术意义与政治意义，都是我们无法忽视的。

拙作选取几个角度，对何休的公羊学加以研究，无法全面整体地反映何休的公羊学成就。但是至少可以说明几点，一是对何休的研究，我们不能只是集中在汉人所记载的公羊学系谱中加以探讨，需要从多个角度，即不要局限在公羊学中，要结合其他经典，发现他们之间的共性，以及何休的独特性。一是关于何休公羊学与董仲舒的关系，可以通过诸多问题的探讨来发现他们之间的学术脉络。由董仲舒到何休之间的学术发展演变，依旧有很多值得深究的问题。

另外，何休对《公羊传》的解读，其实并不局限在传，其焦点在《春秋》经。不过，他对经传的解读，一部分来自对《公羊传》的坚守，拙作从例法、礼制等方面考察何休对经传的解释，但是并不全面。其实，经—传—解诂，这种模式下所形成的文本，其本身便显示了知识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在未来的何休公羊学研究中，可以从文本出发，深入经传本身，解读何休是如何解释经传的，又是如何引申或发展公羊学说的，总之经学内部许多深人的问题值得我们再度挖掘。

公羊学作为清代学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关联学术发展，更与清代社会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清人对公羊学的研究多从董仲舒入手，但解读汉代的公羊学，相关的重要理论，都必须依靠何休的一套理论或体系。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清代公羊学都是与何休公羊学相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讨论众多学者的公羊研究中，何休是无法抹除的。我们在看待清代的公羊学时，何休的公羊学固然重要，但还是不能忽视学术主流——汉学的巨大影响。即汉学的方法，其实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清代公羊学的走向。即使一些趋向经世层面的士大夫，依旧无法从这种影响下完全抽离出去。然而，更为有趣的现象是。公羊学不仅是学者政论表达的媒介，也是经学考证的文本依据，但其核心在他们眼中都未曾改变，即梁启超所说的复古以求解放。庄、刘时代，公羊学复兴壮大，尤其刘逢禄时期，治公羊学的队伍庞大，诸如凌曙、陈立的考证学，龚、魏的借公羊以改制，一学一术，其流变清晰可见。

而伴之而起的宋学，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在曾国藩等人的主导下，成为一大学术思潮。同时，深受宋学影响的湖湘学者，也在宋学浪潮中施展抱负。其中，王闿运可算一个。虽然王氏不满意宋学，也不喜汉学，但他在公羊学的探究中，贯彻了他“经学以自治”的主张，这种主张背后，正显明了他对龚、魏经世之学的不屑。他不是一个积极主张变法改制的开明人物，在面对人心风俗早已不古的晚清，他依旧希望借经学来施展道德教化，以之作为医治天下之病的根本之术。在他这里，公羊学成为圣人之学，治人之道。

另外一方面，王氏的做法，其实是面对社会变革的大潮，依旧选择留恋传统的道德教化，这也预示了晚清康、梁为首的政治运动，为何遭到了叶德辉、苏舆等保守派的抵抗。然而，我们在康有为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借助公羊学，依旧在表达与其反对派相同的一个问题，即尊孔。因此，在公羊学的引领下，清代的今文经学，与汉学、来学乃至清末的西学，皆有着相互关联，其中皆可见何休公羊学的因素。拙作无法在此详细讨论请代公羊学与清代社会政治的众相，许多问题皆需以后作清代的相关研究，以进一步解决这些纷繁的历史现象。

虞万里 著《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出版暨自序
书名：《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

作者: 虞万里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年: 2025-3

【作者简介】

虞万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经学文献研究集刊》主编。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出版基金专家委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兼职教授。著有《榆枋斋学术论集》《榆枋斋学林》《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等，编著《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主持整理古籍和近人学术著作一千多万字，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二百五十多篇。

【内容简介】

本书系作者潜心研究《诗经》数十年之成果。全书是以传世《诗经》文本为主，参证清人学术成果，兼取出土安大简、阜阳简、上博简、海昏侯简和熹平石经《鲁诗》残石所作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面向：从古史追踪诗旨的脉络和演变，从异文探索《诗经》文本与四家诗异同，从竹简和石经残石复原《诗经》篇次和什次，从《诗经》的分什追溯语词的起源，从石经残文和竹简目录探索诗派的不同，从孔门传诗形式纠正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定名。书中每篇都指向一个不同的研究路径，是作者在长期研究先秦经传演变形态和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诗经》文本的思考。

【自序】

文本，或文本学一词，最近十多年已成爲一个热词。这主要是因爲出土的经典简牍越来越多，其内容与六艺类典籍相近相似，而文字、文句甚至段落内容却不无差异，于是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要将两者绾合起来，寻找其演蜕的痕迹。其次是汉学家用异域的文本学思想和方法来研究儒家简牍，促使简牍乃至传世文献中“文本”一词的热度升温。多视角审视出土简牍，多途径探索文本形态，是学术繁荣兴盛的表征，但也有因忽略春秋、战国时六艺诸子传授形态、书写方式、传播途径，而以今律古，强作解人，甚或套用公式，射覆猜谜，看似自成一说，实质却不免与历史真相暌违。

两汉的今古文经本异同，在魏晋古文经学兴起后，逐渐消弭，颜之推《家训》所提及的江南、河北文本，也未必都是汉代今古文经本，陆德明《释文》载录的二百多家上万条异文，虽然蕴含部分汉代今古文经本的字形，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魏晋六朝真书兴起后传钞所产生的别字、俗字，与汉代今古文经本无关。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周礼》《仪礼义疏》和杨士勛、徐彦等著作，保存了汉魏、六朝部分经典异说，其中有的摘录经文，可以管窥经本一斑；有的只有说而无经文，让人无法猜度其经文原貌。朱熹承程子之意，分《大学》爲经一章，传十章；移易《中庸》文句而分爲三十三章，尽管阳明对朱熹的《大学》分章并不认可，且至今尚未有出土文献来证实朱熹改本的是非，但这是宋代学者主观上第一次对先秦经典文本的辨识复原，厥功至伟。我之所以说朱熹改本“厥功至伟”，是基于我对诸子传授、记录形态和先秦文本长期思考、仔细观察而言。朱熹改本是否完全符合曾子所言及门人所记是一回事，而经典，尤其是传记如《论语》《礼记》等因难以分别经与传、问与答而传钞错乱，又是一回事，两者并行而不悖。经传问答之所以难以分别，是因爲先秦书写没有朱墨和大小字之别，加之简牍纬丝散乱，钞手又未必都是学者，所以内容完整、意义连贯的文本，往往在传钞中被拼接错位。

清代自顾炎武撰《九经误字》，沈炳震撰《九经辨字渎蒙》，所辨多在文字。逮惠栋撰《易汉学》《九经古义》，虽欲发皇汉学，推究汉代经学，也只能在文字上入手寻究，其中间涉汉代经师某作某，因爲没有参照的文本，所论只是无数个分散而不连贯的点，无法形成一个几何图形。浦堂撰《十三经注疏正字》，卢文弨撰《群书拾补》，益朝着文字形音义方向发展，导致后来阮元出来主持纂辑《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另一条进路，戴震作《毛郑诗考正》，虽也在文字训诂上较论，但可意会其有较明确的文本指向，所以段玉裁承其绪，在《诗经小学》之后，要作《毛诗故训传》定本，来复原毛公《诗传》文本。王鸣盛用三十多年时间撰著《尚书后案》，旨在发挥郑康成一家之学，其辑录郑注，可以略窥郑氏所持文本之一斑。段玉裁读王氏《后案》，起而作《古文尚书撰异》，希冀勾勒《古文尚书》文本面貌；陈乔枞继

而作《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和《今文尚书经说考》，正欲与段氏各竖旗鼓，复原汉代《尚书》今古文经文本样貌。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又作《三家诗遗说考》，同样用师法家法传承之系联，勾稽两汉今文《诗》说，其于复原汉代经师文本之事业可谓大矣。晚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俨然自以爲是爲今文经本作注，但不得不归于陈氏父子导夫先路之功。以上只是清儒陵宋轹唐，探寻汉代经学文本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而作的著作屈指难数，各有贡献，不烦缕述。

自上世纪下半叶始，儒家经典简帛不断被发掘而重见天日，其中七十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周易》帛书，书写年代在五经博士建立前的文帝时代；五十年代出土的武威《仪礼》汉简，年代落在五经博士建立后、章句逐渐兴盛的成帝时代。前者文字与《易》经相去稍远，后者则与《仪礼》较爲接近。最近出土的海昏侯《诗》简，年代适在宣帝之时，故章句的形态也初具规模。这一系列现象表明，五经博士的建立、分章析句的传授和向歆父子的校勘，将经典的古本和今本划分出一道界限。尽管经学博士建立和章句传授过程中的文本变动，以及向歆校勘过程除章学诚、刘咸炘、孙德谦和余嘉锡已揭示外的细节，我们现在并不很清楚，但它似乎已经告诫我们，在比勘、分析出土与传世经典文本时必须分别对待。

马王堆帛书和武威汉简之外，绝大多数经典简牍都是战国时期之物，当时“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已衆所周知，而诸子学派之传承方式和传写形态，今天仍然知之甚少。取经过博士传授、向歆校勘的文本，来比勘、研究“文字异形，语言异声”时代的简本，当时混乱多变的古籀字形、南北杂陈的方言方音、狭窄单一的书写形态和茫无头绪的传播途径等，都是横贯在我们面前的沟壑。虽然我们现在很难把控这种局面，逾越这些天堑，但在比勘、研究中始终存有这样的意识，在有可能的前提下，多考虑这些因素，试着去把控、去逾越，以弥补我们论证过程中过分简单的缺陷，完善我们推理时的逻辑，至少要比没感觉、无意识、不思考而置之不理、自说自话要好。

有鉴于此，我在研究竹简《缁衣》过程中，就尽量去考虑这些因素对文本的影响。比如，爲弄清《缁衣》每章后必引《诗》《书》文句以证，且简本和传世本所引《诗》《书》前后互相颠倒的原因，我去追溯西周国学中的《诗》《书》教学，知道有一门是讲兴道讽诵言语的六语课程，由此悟彻春秋各国外交赋诗，爲达到使者的政治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应是学习六语后的结果；降及战国，普遍将《诗》《书》作爲经典格言来引述，则是联横合纵时势下，温和敦厚的讽喻风气衰退，故必须直接用圣贤故训来佐证观点、加强语气。揭示这样一种历史脉络，同时结合简牍形制，来帮助《缁衣》引《诗》《书》的时代意义，以及颠倒是错简而非刻意篡改，无关宏旨。又如爲深究《缁衣》篇名取义及《郑风·缁衣》诗旨，我从缁衣的制作、形制、用途入手，进而追踪桓、武开国历史，乃至郑国地望及其迁徙途径，揭示《缁衣》诗章的本义，最终确定《礼记》此篇取“缁衣”爲篇名的深意。在具体的文字疏证过程中，分析字形之外，往往多征引清人的说法、观点来评判、取舍，意在将学术史与经学训诂联系起来。用这种方法来作“繁琐”考证，篇幅当然冗长，这在二十多年前简牍考释崇尚简约的学术风气中，绝对是个异类，融入不到圈内。但爲坚持自己的研究理念，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述：立足于出土简牍，检寻近似的传世文献文句以证，和立足于博士传授、向歆校勘而定的传世文本，来审视出土简牍，其重心不同，视点不同，思路不同，故所用方法和考证路径也不同，当然，最后得出的观点结论就不一定相同。

简本《缁衣》引了《小雅·都人士》一章，但郭店简文字完整，上博简文字有残缺，且与传本《缁衣》和《诗经》文字都有差异。学者对郭店简引文的“”作出各种各样的隶定和读法，目的都是竭力想和传世本联系起来，以致不管它们的韵字不协。放眼春秋、战国之际，诗三百尚未固化，口传意授，取此失彼，故逸诗时见于其他文献。《小雅·都人士》五章，其前一章和后四章存在明显的矛盾和不协调，郑玄、服虔、孔颖达也说三家诗无首章。我综合考虑《毛诗》的流传、诗章的押韵和回还复沓的诗句音节等因素，将“”释爲“人”，读爲“仁”，以与“信”协韵。更将其与《都人士》首章合爲二章一首，将《都人士》后四章划爲另一首，这种结论的是非错对姑置不论，但至少是考虑到战国《诗经》传授历史，解决了传世本《都人士》和简牍《缁衣》引诗异同的各种矛盾。

上博简《孔子诗论》公布后，学者多循马承源先生所排简序，提出自己不同的排简方案，记得当年就有二十种左右，据说现在已近三十种。我因爲一直关注先秦诸子“传”的传承形态和内容，看出《诗论》是师弟子相传文字的合抄，是将不同层次的问答抄录在一个文本中，絶无先秦“论”的意味，所以作文申述应该称爲“孔门诗传”。因人微言轻，不被重视而闲置一边是情理中事。《诗传》中有“其歌绅而”一句，其“”字，古文字学者都严格按照其构形作解，于是人各一见，互不认可。汉字确实有其严格的构形系统，一点一画都有区别，但用汉字书写的文本是语用系统，不能完全用构形系统来硬套，因爲抄写的人不是精于汉字构形系统的专家，在钞撰、转写过程中，依稀仿佛，似是而非的形譌时有发生，随处可见。“䓪”与“

例举书中一些考证思路和细节，不是要表明我的结论正确，而是要重申这种研究思路和考证实践，是一本于我对出土简牍与传世文献研究的认识与理念。

五经博士建立、传授和向歆校勘前后之文本有很大的差异，推寻先秦简牍文本，又有沟壑横陈在前，所以困难相当大。相反，汉魏石经是汉魏今古文的标准文本，虽经毁弃、沉埋而所出残石有限，因其本身就是传世今古文经本，相较那些出土的六艺简牍，更能窥探两汉今古文经学文本的异同，这就是我关注石经二十年的缘由。自《从熹平石经和竹简〈缁衣〉看清人四家〈诗〉研究》一文始，我陆续撰写了有关石经文字五十多万，这里只收入几篇与《诗经》相关的文章，大致有几个方面可以表述：熹平石经所刻爲《鲁诗》，它可以校正清人对四家诗的归派正确与否，其意义不在清人归派对错的比率，而是可以让我们思考，依师法家法划分和归派异文之所以与鲁、毛文本仍有出入，有几种原因：一、两《汉书》记载的师法家法有缺环，二、经师有师承的一面，也有转益多师的特例，三、师法家法虽以文字爲基点，但更重要的是解说和篇章的长短多少，篇次的先后次序。关于篇次，罗振玉做得最多，贡献最大，我所撰《〈诗经〉今古文分什与“板荡”一词溯源》《熹平石经〈鲁诗·郑风〉复原评议》及《由海昏简与熹平残石对勘论鲁、毛篇第异同》三篇，是在罗振玉《集录》基础上更进一步，去完整复原，并尽可能联系文献和史实，揭示今古文和师法家法文本背后的历史。把握了师法家法文本在段落、篇第上存在差异，就可以理解汉代今古文和不同师法的文本爲什么可以共享一个异文，而同一家法的文本何以也有不同的异文，帮助今古文和师法文本虽以文字异同爲基点，但决不仅仅限于文字异同，在文字之上，还有文本篇幅长短，文本前后错简以及由此引起的解说差异等等。总之，汉代接受战国多途径传下来的文本，在今古文对立、传授和共生过程中的细节之复杂远超乎我们想象。知道了汉代文本的复杂性，再去看清人就异文论古今，我们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这不是我们比清儒聪慧，而是拜出土文献之赐。假如惠、戴、段、王看到简牍和石经残石，以他们的功力，应该会揭示出比我们更多的东西。

由西周经春秋而战国下至秦汉，汉字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经典、诸子文本的异文，可以说因人、因地、因时，时时刻刻都在产生。追溯杂乱纷繁异文的来历，必须定位到时间和空间交汇的一个点，只是历史场景的缺失和年代的久远，将有时空定点的立体异文压缩成一个扁平的面。《六朝〈毛诗〉异文所见经师传承与历史层次》对《释文》一千组异文进行考证，揭示了一批毛公、郑玄、王肃之注和其他籀篆隶楷兴替时所产生的异文，这也算是追溯到了一组异文产生的时空交汇点——这个点是否前有所承又是另一回事。由此反思，仅仅从一组组异文去分别今古文、家法师法，从而漫议文本，虽能收到一定效果，但并没有追到源头。清人在经典异文的海洋中蠡测今古文和师法派别，是历史的局限，不能过分苛责。今天我们如果仍然局限于以异文论今古文和师法家法之文本，则不免作茧自缚，画地爲牢。

探究先秦或两汉的经典文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词汇比较工作，由六朝《毛诗》传钞中产生的异文，可推知同一师法的不同经师传钞传授也会产生异文，故重要的是要探寻先秦诸子传授方法、书写形态和派系脉络，所以，文本研究的功夫更在文本之外，即师承传授、不同字体传钞和多头流传的历史背景。

本书所收虽是我所写有关《诗经》的散篇文章，但其研究指向大多是《诗经》在战国到六朝传授、流传中的文本，是我的“文本”理念的具体实践。在这一点上说，它虽无专著章节之名而有专著之实，所以用“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来统括。由于文章的撰作时间比较长，注释格式和用书都不统一，这次由张林宇、卢海燕学棣通读全书，改正譌误，并按出版社要求做了统一处理。马涛教授读《由海昏简与熹平残石对勘论鲁、毛篇第异同》校样，补充了我漏引的二块熹平残石文字。老友光阳兄爲书名题签，使小书增色。责编肖春茂先生微信、电话往返商榷，匡助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2024年12月16日于榆枋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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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以治道为重心，其中包括以德治国、人伦为本、礼大于法、任贤使能、移风易俗、民为邦本等，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儒家的治道思想在中国社会长期有效，其产生及有效的文化心理基础是什么？ 它在现代中国治理乃至中华文明重建中仍然有意义吗？

《何以经世：儒家治道及其意义》（方朝晖著）一书试图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来解释儒家一整套治道思想产生的根源，特别是它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的深厚土壤，试图解开儒家治道的一系列原理在中国文化中产生及长盛不衰的秘密，从而为今天重新理解其意义或局限提供思路。借鉴多学科资源、特别是文化心理学资源，此书论证提出：儒家治道建立在中国文化“一个世界”的基本预设之上，并认为早在大约三千多年前，中国文化形成了三个基本预设——此世取向、关系本位及团体主义，它们是儒家治道赖以产生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本书也称其为“文化无意识”）。这一文化心理结构决定了儒家治道，尤其有关德治、贤能、礼法、人伦、风俗等的思想特别适合于解决中国文化中的秩序问题，也是同样关心治道的法家、墨家、道家未能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流或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本书批评了一个世纪以来学界盛行的制度决定论（其极端形式可称为政体决定论），认为它对制度的理解过于简单，严重忽略了制度背后的文化心理土壤。制度决定论往往仅基于一种简单的人性论或形而上学思维，就得出一个文化中有效的秩序及权威是什么，主观地试图为一个文化进行宏大的制度建构，在现实中往往行不通。

导论部分系统论述儒家治道的最高预设、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及整体结构层次，第1章则根据文化心理学等资源分析总结中国文化的三个预设：此世取向、关系本位及团体主义。接下来各章分别从大一统、人伦、孝治、礼法、风化、制度等六个角度，梳理并从深层分析儒家治道的基本原则产生的文化心理机制，并说明其今天可能有的现实意义。

本书是作者以2014年版《三纲与秩序重建》一书下篇为基底，增补重要篇章、修订大量内容而成。此书与作者最近再版的《文化、儒学与中国现代性》（孔学堂书局2025年2月出版），共同构成作者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提出的“文化习性论”的完整内容。

本书约44万字，共7章。

【作者简介】
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职包括浙江大学马一浮客座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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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林 著《帛书〈易传〉与孔子易教思想论稿》出版暨序言后记
《帛书〈易传〉与孔子易教思想论稿》

宋立林 著

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内容简介】
《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乃六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哲学史、中华文明史上产生了深远无比的影响。在易学“三圣”之中，孔子占据特殊地位，开创了儒家义理易学新传统。然而，宋代以降尤其是近代以来，受疑古思潮影响，怀疑乃至否定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成为一时风潮。所幸地不爱宝，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出土，为重新探讨孔子与易学关系提供了契机。

“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果为何意？帛书《缪和》《昭力》之“子”是否为孔子？“絜静精微，易教也”有何意涵？孔门后学如何接续了孔子的天道观念？如此等等，皆为学术史上争议不断、意味无穷的课题。本书遵循“二重证据法”，在整理笺注《缪和》《昭力》两篇帛书《易传》的基础上，综合利用马王堆帛书《易传》与《论语》《孔子家语》等传世儒家文献，进行相互对读、互证，对易学史上的相关观点进行辨析驳难，力证孔子与易学之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深入孔门“性与天道”的思想世界，探求孔子“絜静精微”的易教思想，揭橥孔门易教之思想渊源与学术源流，阐明孔门天道观的内在衍变，廓清孔门易学史若干公案，以阐扬孔门易学真精神！

守先待后，与古为新。本书对于今人重新理解孔子之易学、易教，有廓清迷雾，守正开新之用！

【作者简介】
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文化研究院（洙泗书院）副院长，洙泗经学院院长，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古典文明研究》执行主编，国际儒联理事，山东孔子学会秘书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研究领域为孔子与早期儒学，礼乐文化，现代新儒家。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博士后面上项目，两项山东省社科委托项目，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10余篇，出版《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孔子家语译注》《礼德诠解》等20余部。

【序一】（颜炳罡）

立林以其大作《帛书〈易传〉与孔子易教思想研究》示我，并嘱我写几句话，谈谈对其看法，我深感荣幸！

立林作为成长于洙泗之间，崛起齐鲁大地的儒家学人，在整个华人学术界早已声名鹤起。其品行学问，我甚爱之、赏之、景之、仰之。得先睹其大著，我何其幸也！我读之诵之，反复涵咏之，大作中的基本观点及论证我深表赞同。读了立林的大作之后，有点想法，借此机会写出来，以就教于立林和学界友朋。

第一，孔子以前无易教，易教创始于孔子。《汉书·艺文志》称《易》为 “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易传》。三圣者，易之三次革命性变革之三个时代之伟人也。伏羲画八卦建立起的符号系统，文王演卦和作卦爻辞是创立了《易》的文辞系统，孔子作《十翼》，将《易》升华到哲理系统、价值系统、文教系统。

《易》在伏羲、文王时代，其工具意义大于价值意义，从严格意义上讲，伏羲易与文王易皆不能称为“教”。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著《春秋》，没有以《春秋》为教，孔子赞《易》，也没有以《易》为教。易之所以不为教，原因在于孔子之前的《易》不是一套价值体系，孔子最大意义在于将《易》由占断吉凶祸福的工具之书转化为德性伦理的书，由听任天地神灵摆布的书转化为人文理性自觉的书。

有了孔子，《易》教才能成立，有了孔子，《春秋》教才能成立。如果说《诗》《书》《礼》《乐》是当时流行的教化系统的话，那么《易》《春秋》就是孔子独创的教化法门。这也是《易经》成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重要根据，故我们说孔子易学的出现易学史上的一次大革命，孔子是大革命家。他对易不仅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实现了易学史一次创造性转换。

第二，孔子易是人文易，孔子易教本质上“人文教”。人文易的本质意涵是人文化成。人文易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人作为自我主宰的德性主体具有道德自觉的能力，而不是听命神启或天命鬼神摆布的工具。孔子晚而研易、喜易、好易，甚至“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重在“玩”，占是用来“玩”的，而不是用决定其命运前途乃至个人生死大事的。

如果没有良好的德行，连做巫医的资格都没有，对于无德之小人，无德之坏事，“不占而已矣”。孔子玩占与史巫占卜“同途而殊归”，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而目的是不一样的。史巫之占卜是企求神灵现显中得到神示，而孔子玩占目的从玩占的过程中体悟到“德义”，这是孔子人文易与巫史之徒根本的区别。孔子人文易或说孔子易教有三大特征：

首先，突出人的主体性，天服务于人，天道服务于人道，天文是为了成就人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成天下是落脚点。人神之间在孔子那里，神也是为了人，“神道设教”，重点在教，而不是神道。

其次，突出德性优先的原则。重道德，言仁义，是一切儒者的共同特征，孔子的人文易也不例外。孔子将卦与德联系，以观卦论德、以象喻德，既要求内在“继善成性”，又要求外在地“崇德广业”，无处贯注着德性，以德求福成为孔子人文易的特点之一。

复次，孔子人文易或曰人文教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将易古经由“本为卜筮之书”升华为不朽的哲理经典，创制了“易传”系统。使《易》具备了象、数、理、占等四大功能。孔子同样对四个方面都有研习。但在孔子的人文易教的系统中，四大功能之间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理是中心、是灵魂，是主导。理又称道，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三才之道构成了孔子人文教的哲理系统和深极研究几之学。“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极深者，深无可深；研几者，探颐索隐，先于未萌而知其几窍也。极深研几之学即哲学。

第三，颜氏之儒与孔子易教。传本《易大传》十篇，自北宋欧阳修起，开始质疑其孔子作的可能性，降至近现代，几乎已成学术界的定论。立林教探以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反复证明，《易大传》虽非孔了所亲著，但如同《论语》不是孔子所亲编的一样，代表、体现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对这一论断我基本上赞同的。问题是这些易学经典作者不是孔子所亲著，但又长期能冒孔子之名，甚至将其视为孔子的著作，何人可以如此？由是，我大胆推测：《易大传》与颜氏之儒联结的可能性。

《法言·神问》晋人李轨注云：“颜渊弱冠而与仲尼言《易》。”颜渊弱冠即十九岁时，与孔子讨论《易》的问题，本人认为这一说法一定有据，应当是可信的。颜子少孔子三十岁，颜子弱冠即孔子四十九岁时，即使孔子五十研易，也早于孔子。颜渊与仲尼言《易》之时，孔子不足五十，既不老，而也不是晚年，而是孔子壮年。仅就《易》言，颜子习《易》、研《易》、精于《易》，颜子可能早于孔子。

《北堂书钞》百三十七引《韩诗外传》：“孔子使子贡，为其不来，孔子占之，遇《鼎》。谓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无足而不来。’颜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谓赐必来。’孔子曰：‘何如也？’回对曰：‘乘舟而来矣。’赐果至矣。”如果此条文献可信，足以说明颜子在易学上造诣比孔子早且深。这就回答了《系辞》中，孔子独赞“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由此可以得知，颜子去世孔子为什么有天丧之恸！

明代大儒王阳明在《别湛甘泉序·壬申》大胆论断“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面对学生对这一问题的质疑，王阳明进一步解释：“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矣。”我认为，如果将王阳明这一观点运用于孔门易的传承再恰当不过了。孔子的人文易或说孔子易教由于颜子先于孔子而逝，孔子的人文易或者说孔子易教没有得到正派之传承。所谓孔子传商瞿，商瞿传楚人馯臂子弘，这一系易学传至西汉，立为官学。

我们认为，这一传承系统当然存在，但不是孔子即人文易的正派传人，更非孔子易教的正派嫡传。商瞿所传更像前孔子时代的古易，而不似孔子的人文易。当然商瞿不可能得孔子独传，如果商瞿传孔子的人文易，也只是孔门人文易之端，而不是孔子易的全体大用，子夏、子贡或有更多的孔门弟子传承孔子人文易。《易传》尚在，孔子的人文易就长存天地间。在整个汉易谱系中，费直易更接近孔子人文易。孔子数百年后，王弼易学对汉易的革命性变革，让《易》真正回归孔子的人文易传统。王弼之后，周濂溪、王阳明接续孔子易教的道脉。

借立林的大作行将出版之机，谈了几点个人的看法，权作读后感。不当之处，敬请易学界的朋友批评指正。

是为序。

颜炳罡2024年夏日

【序二】（刘彬）

宋立林教授师从著名学者杨朝明、郭齐勇教授研习儒学，长期深耕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文献、儒家学术史、儒家哲学等学术领域，长期坚持孔子与儒家文化传播与推广，在儒学的研究与普及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为儒学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在易学方面，立林教授也下了很大工夫，取得丰硕成果。

2004年9月我刚刚就职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时，立林正在为硕士学位论文《孔子“易教”思想研究》的写作做准备。他的导师杨朝明先生很重视，专门带着他找到我，嘱咐我指导一下立林的《易经》学习。我给立林开了一个简要的易学典籍阅读书单，他照此购买刻苦研读，这应该是他易学研习的开端。在他以后儒家早期学术史的研究主业之外，也一直作易学的研究，续有成果问世。我们也一直保持易学的交流和合作。

2009年我帛书《易传》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帛书〈要〉篇校释》出版，立林和孙航阅读后，专门发表一篇书评，这是十分感谢的。2011年我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的立项，全面开展对帛书《易传》六篇的训释。正巧，立林对帛书《易传》中的《缪和》《昭力》已作了注释论说，我将其吸收纳入课题成果中。

该项目以专著《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顺利结项，立林是作出很大贡献的。该专著后来获得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也是学界对包括立林在内我们研究团队水平认可的明证。本书所收录的六篇文章——《孔子“易教”思想研究》《〈论语〉“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章疏论》《孔门后学对孔子天道观的诠释》《〈孔子家语〉与孔子易教思想》《〈缪和〉注释论说》《〈昭力〉注释论说》，即为立林教授近二十年来易学成果的结集。

本书六篇论文，聚焦于孔子易学以及儒家早期易学，涉及孔子学《易》、与易学有关的孔子的“天道”观、孔子“易教”思想，以及格外珍贵的早期儒家易学文献《缪和》《昭力》的释义，可以说抓住了早期儒家易学的关键。孔子是否学《易》，如何读《易》，关系到《周易》的诠释路径、“易经”的创立、早期儒家易学的传承、义理易学的要旨等易学史上重要问题。可以说，如果对孔子学《易》问题没有深入的考证，就无法对以上问题作出清楚的说明。

该书通过对《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章的“鲁读”和章旨两问题的考察，指出：孔子研习《周易》当为事实，孔子在五十几岁至六十岁之间曾开始好《易》，在他生命的最后近二十年中深入地研习《易》道。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对此问题展开更细致的考索，可以获得更为具体的发现。孔子对子贡言“吾百占”，举出“周粱山之占”实例，而子贡不知。按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依照古代一般十五岁拜师学习的常情，可以推算孔子在四十六岁时收徒子贡。

从四十六岁到孔子“晚年”这段时间，子贡没有见过孔子读过《周易》，没有见过孔子筮占。可推测孔子在四十六岁之前的青壮年时期，当研读过《周易》，学习应用过筮占。孔子从五十六起至六十岁的五年间，先后适卫、居卫、去卫、过曹、适宋、适郑、适陈、居陈、去陈、复适卫、居卫、适晋未果、返卫、复如陈、居陈，一直不得各国君主任用，可谓碰壁连连。孔子汲汲以求的政治主张始终不得实现，其心情之困惑、苦闷可想而知。政治机遇为何如此难逢，孔子迫切需要解答。筮占之书的《周易》自然又一次进入孔子视野。

可以推测，在五十六至六十岁的某一个时刻，孔子又一次拿出尘封许久的《周易》，开始阅读温习，给自己占卦，测算政治命运。在不断阅读过程中，已经定型的儒家义理之“成见”很快引导孔子致思转向一新方向，从而开辟出以德行和仁义为核心的新易学。因此孔子一生学《易》当有两个阶段：早期为四十六岁之前的青壮年时期，晚期为五十六以后。

在孔子“易教”思想的本质问题上，该书指出：孔子的“易教”与其他五经之教不同。“易教”之“教”除了“教化”之外，也同时含有“宗教”的意味，更确切地说，其中蕴涵着“宗教性”。“易教”之“宗教性”包涵着两层意思。一方面，即“神道设教”的层面，这是针对“下愚”用的，体现了《周易》富有神秘色彩的卜筮之书的功用；另一方面又包涵着针对君子修身的“宗教性”，这又是《周易》作为“性与天道”的哲理之书的功用。此观点发别人之未发，殊为宝贵。孔子明确阐发易学发展有三个阶段或曰三个层次，其中第一阶段或第一层次为巫师的“幽赞”，即巫师筮占时感通神明，暗求神明对人佑助。可见易学自身即具有宗教的质地，作为易学发用的“易教”蕴涵宗教性，也应该是可理解的了。

关于帛书《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文中称为“先生”或“子”)之身份，学者争议较大，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是孔子，主要有邓球柏、郭沂、丁四新、李零等学者。第二种观点认为不是孔子，主要有李学勤、廖名春、陈鼓应、朱伯崑、王化平、吕绍纲、蔡卓等学者。立林教授赞同第一种观点，并补充八证，坚持《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是孔子。原先我与立林教授的看法一致，但后来发生变化，赞同第二种看法。正好借此机会简单论说，也与立林教授商榷。

我认为从《缪和》《昭力》中传《易》者的言语特点、当时《周易》使用状况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传《易》者当不是孔子。第一，《缪和》《昭力》中，不论是缪和向先生请教《周易》爻辞之义，还是吴孟向先生请教《周易》爻辞涵义，先生首先是推辞、客气一番，申明自己的智慧不够、学问也不行，不敢谈论，要在弟子的再次请求之下，才开始进入正题，进行讲授，明显表现出拘谨客气、拖沓推诿的言语特征。而传《易》者之所以言语拖沓，是由于心里顾虑颇多，表现出底气不足、心虚而不自信的特点。孔子由于对易学有精辟研究，有新的创作、新的发展，因此在对弟子讲授《周易》时，自然是充满自信而直接明快，要言不烦的。因此，从言语特点看，《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当不是孔子。

第二，《缪和》《昭力》传《易》者在向缪和、吕昌、吴孟、昭力等弟子传授《周易》言论中，透露出当时《周易》一书使用情况的重要信息：当时的君主已经使用《周易》，进行国家治理。爬梳资料可以发现，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时(直到孔子晚年)，《周易》主要是被卜史之官用于筮占，也有大夫在谈论中引用《周易》以助成其说的，但君主使用《周易》、运用《周易》治国的情况是没有的。可见《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当不是孔子，而应该在孔子之后。因此，关于《缪和》《昭力》中的传《易》者之身份，结合学者所考论，再从言语特点以及《周易》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可推断当不是孔子，而是战国末期儒门中的一位传《易》人物。

本书既涉简帛易学文献之训诂，又有易学思想之阐发，内容丰富，创见迭出，足见立林教授易学研究之广博深入。限于篇幅，仅择其以上三点简说，是为序。

刘彬2024年4月14日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书院

【后记】
正在琢磨如何写这篇后记，忽然收到业师传来的一帧老照片，其中有杨朝明师、王洪军师、修建军师、刘彬师、赵满海师及办公室王淑臣老师、资料室骆明老师，我和政之等若干研究生围坐在老师一旁。这是一张20年前在孔子文化学院资料室研讨的合影。那时正是我们研究生读书期间。如今，好几位老师已经退休，而我们这帮学生也“奔五”了。当时业师杨先生的年龄不过43岁，比我现在的岁数还年轻。

看着那时的自己，果然符合“瘦竹”的自号，身材苗条，面容清癯，不似今天这般油腻，不由得感慨岁月不饶人。这张照片引发了我一连串的回忆，当年读书、写论文的情形，一幕幕都在眼前闪过。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写作于我刚刚步入学术殿堂的那个时期。尽管迟至今日才问世，它却是我自己著作中最早最稚嫩的一部分。之所以决意不嫌鄙陋，敝帚自珍，要祸枣灾梨，就是因为它见证了自己满怀梦想、充满激情的学术历程。

2003年我考入母校孔子文化学院，追随杨师朝明先生攻读硕士。当时，杨师正在做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六经之教与孔子遗说”，我上一届的师兄刘义峰分配了“书教”，慕东师兄做“乐教”。我同级的陈霞做“诗教”，我则做“易教”。此前，我根本没有接触《周易》，对于易学是一窍不通，一开始不免惶恐。恰好，2004年自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博士毕业的刘彬老师，来到孔院工作。刘老师是林忠军和刘大钧二先生的弟子，专研易学，遂即为我们开设了相关课程。自此开始在刘老师指引下接触易学，我跌跌撞撞地闯进了这一片神奇的学术园地。

彼时，简帛研究成为学界热潮，敝院儒家文献研究素成传统，杨师和黄怀信师等都聚焦于传世文献与简帛文献的研究。我们自然深受濡染，跟着老师们爬梳郭店简、上博简、马王堆帛书，认字、编联、解读，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先秦儒学思想史。所以，我学位论文的题目虽然是《孔子“易教”思想研究》，但所用文献则涵括了马王堆帛书等出土资料，体现了“文献”与“思想史”兼重的洙泗学风。我刚刚步入学术大门，便有幸经常跟随老师们承办或参加学术会议，领略了前辈师长的学术风采，感受到学术大家的德行高迈，使我从事学术的热情得到极大鼓舞，走学问之路的信念更加坚定。

记忆犹新的是，2004年10月太老师李学勤先生应杨师、黄师之邀，莅临孔院讲学，主题便是考古发现与易学研究。讲座时，整个大会议室满坑满谷全是听众，甚至在李先生讲台的两侧、后方都挤满了人，可谓盛况空前。因为我恰好做易学研究，杨老师便命我和同级师弟崔冠华、师妹李燕二位一起根据讲座录音整理文稿，后经李先生审定，以《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为题发表在《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现在收入《李学勤文集》19卷中的这篇文章，文末备注还有说明。我的名字居然得附骥尾，真是“与有荣焉”。

硕士毕业后，我留校工作，继续在杨师指导下，整理儒家简帛文献。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马王堆帛书的《缪和》《昭力》两篇的整理与研究，写成《〈缪和〉注释论说》《〈昭力〉注释论说》，后来收入台湾书房出版的《儒家简帛文献注释论说》。后来，刘彬老师出版《帛书〈易传〉新释暨孔子易学思想研究》，又将两篇小文收入其中。该书还获得了山东省社科成果一等奖，这是不期而来的荣誉。

那时敝院有刘彬老师、侯乃峰兄和我三人都做简帛易学的研究。记得在某次学术会议期间和廖名春老师聊天。他说：一个学术机构能集中三人研究简帛易学，实不多见。言谈中充满了期待与鼓励。可惜的是，不久侯兄被杜泽逊先生挖去了山大文学院，而我则成了这个领域的“逃兵”。不过，敝院的易学研究在刘老师的率领下，有了更好更大发展，如今影响已及于海内外。我读博期间的选题是“儒家八派”研究，关注点转移到先秦儒家学术史，加上后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依然聚焦孔门后学，学术重心发生转移，不再专涉易学，自忖可能算是告别了易学这片园地。

尽管没有登堂入室，甚或根本尚未入门，但毕竟自己曾经在这片园地徜徉过，欣赏过，所以于我而言总是值得回忆的一段学术经历。所以，将相关易学的文章董理一番，裒为一帙，作为个人易学研究的“暂停键”，就有了回忆、怀念、鞭策的意味。不佞学术生涯起始于二十年前，不管悔不悔少作，总要秉持学术初心，不断向上攀登，不断超越自我，有所进步，有所成长，才能让二十年后的自己，在回首自己的学术生涯时，不至于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易道广大悉备，正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者也。不佞天资不敏，素乏慧根，加之用心不专，兴趣驳杂，二十年来在易学领域蹒跚学步，学术成绩实在乏善可陈。盘点起来，只有在期刊、辑刊发表的寥寥十几篇小文：

1.《马王堆帛书〈缪和〉所见孔子易教思想》，《国际炎黄文化》2005年第4期；2.《帛书〈缪和〉〈昭力〉中子为孔子考》，《周易研究》2005年第6期；3.《读帛书〈缪和〉札记》，《周易研究》2007年第5期。此后陆续发表者有：4.《前孔子时代的“易教”传统发微》，《孔孟月刊》第48卷第七、八期（2010年4月）；5.《〈论语·述而〉“五十以学易”章考论》，《现代语文》2009年10月上旬刊；6.《孔子“絜静精微”之“易教”观探析》，《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7.《〈缪和〉〈昭力〉与孔子易教》，《周易研究》2010年第6期；8.《帛书〈要〉篇研究的重要推进——读〈帛书《要》篇校释〉》，《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3期（与孙航合撰）；9.《〈孔子家语〉与孔子易教思想》，张涛主编《周易文化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10.《The Chapters of Miaohe and Zhaoli in the Silk Manuscript Zhouyi and Confucius’ Thought on Edification by  the Change》,《ZHOUYI STUDIES》7:1 (2011)；11.《孔子易教思想抉微》，《燕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12.《孔子家语与孔子易教》，《中国儒学》第8辑。其中头两篇是在读研究生期间发表的。

因为以上多篇论文，实际上拆分于硕士学位论文《孔子“易教”思想研究》，尽管在发表时进行过各种改写，在文献的运用与观点的论证方面都有了新进展，但毕竟主体部分相同，故为避免重复，只收入《孔子“易教”思想研究》一文，其他不再单独收入。另外两篇：《〈论语〉“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章疏论》《孔门后学对孔子天道观的诠释》则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后来收入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名著作，稍有价值，亦收入本书。另外一篇《〈孔子家语〉与孔子易教思想》则未曾收入其他各书，故此番纳入本书。

剩下的两篇：《〈缪和〉注释论说》《〈昭力〉注释论说》，系从我与杨老师合作主编的《新出儒家简帛注释论说》中抽出，作为附录纳入本书，作为本人帛书《易传》整理和研究的一份见证。上述论文中也有若干篇是从这两文中延展而成的，同样因为涉嫌重复，故亦不再单独收入。另外，《帛书〈要〉篇研究的重要推进——读〈帛书《要》篇校释〉》，则是我与孙航合作为刘彬老师大作撰写的书评，也作为附录。如此共有七篇小文，集为一册。

最后，我要感谢业师杨朝明先生二十多年来的教诲和照拂，虽然尚达不到老师的期望，但毕竟有了些许进步和成长。我还要感谢颜炳罡老师和刘彬老师欣然赐序。颜老师是我当年的学术偶像之一，而且这几年又成为敝院的特聘教授，有了经常请益、亲近的机会。他是山东周易研究会会长，我则忝列常务理事，能够得到会长、师长赐序，幸何如之！刘老师不仅是我硕士读书期间的老师，后来有幸成为同事。他作为东亚易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易学名家，尤其是易图学领域的重要开拓者，能够给小书赐序，自然令我格外欣喜。当然，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师生之间也未必全然尽同，存在分歧乃至争议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感谢老师们开诚布公地提出商榷，我相信会有机会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届时再向老师们请益。

逸民宋立林2024年12月12日于慢庐

◆消息

山东大学举办“儒林论坛·经学全盛时代的中国儒学”学术研讨会

山东大学举办“儒林论坛·经学全盛时代的中国儒学”学术研讨会

来源：“儒果儿”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四月廿二日戊子

      耶稣2025年5月19日

2025年5月16日至5月18日，“儒林论坛·经学全盛时代的中国儒学”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哲学研究所、《儒林》编辑部承办。

17日上午，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赵卫东教授主持了会议开幕式。出席会议的有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徐庆文、特聘教授杨朝明，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河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深圳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海南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曲阜师范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山东第二医科大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单位的50多位专家学者。

在开幕式致辞中，徐庆文教授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首先对各位专家学者在学术活动繁忙的五月能够拨冗参加儒林论坛表示衷心感谢与热烈欢迎，并对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近期的重要举措作出了汇报。他指出，中心始终以搭建高水平学术平台，推动儒学发展为宗旨，通过承办会议联络各界学者，如尼山论坛、儒学前沿论坛等；而且，中心召开了“儒墨汇通”“儒道互补”“儒法对话”“齐鲁之辩”等一系列“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另一方面，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通过《文史哲》《民俗研究》《当代儒学》《儒林》《曾子学刊》等22种学术刊物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通过吸收海内外学者访学与设立两年一度的“后期资助项目”，支持创新性儒学成果研究。他希望各位同仁继续支持“儒林论坛”，在济南参会期间收获思想进步与学术情谊。

杨朝明教授在开幕式致辞指出，汉代是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学全盛时代。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到西汉学术的多元整合，再到两汉经学的制度化建构，中国古代思想完成了从多元到一统的历史性跨越，而汉代经学与儒学的互动正是这一跨越的核心议题。希望通过本次会议能够深入研究、探讨汉代儒学的丰富内涵，系统梳理经学与儒学的内在逻辑，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探讨儒家思想与现代转化的路径。杨朝明教授又进一步对本次儒林论坛中的“汉代经学与儒家经典诠释”“汉代经学与儒家政治哲学”“汉代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汉代儒学与汉代出土文献”“汉代儒学对中华文明的形塑”五个主要议题作出细致地介绍。

本次研讨会由主题报告、八场分会场发言和五人会谈组成。主题报告环节共两场，第一场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杨朝明教授主持，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黄开国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方朝晖教授分别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政治学说的三大观念》《<说文解字>的古文经学<易>说》《“慎独”再议》为题，进行主题报告。

黄开国教授认为，董仲舒是被誉为“儒者宗”的春秋公羊学大师，政治学说是公羊学的中心所在。董仲舒的政治学说包括王道的理想政治、改制的王朝更替、更化的社会调适三大内容。王道作为其政治学说的核心，既是理想的政治蓝图，也是现实政治应该遵循的最高法则。改制与更化则是解决不同社会矛盾的两种方式，分别用于解决历史变革时期的新旧矛盾与维护现存社会稳定。董仲舒的政治学说不仅在西汉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今天依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黄玉顺教授通过深入发掘东汉经学大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周易》古经和大传的独特诠释，阐述了许慎的重要易学思想。关于《周易》之“易”，许慎列举了三种说法：蜥蜴，象形；日月为易，象阴阳；从勿。黄教授结合《集解》《韩非子·说难》中对龙的记载和《连山》《归藏》的卦序问题，指出《周易》之“易”与汉字“易”的本义相关，是许慎所列的第一种说法。黄教授还就《说文解字》中涉及的“古文”的概念、数字卦问题、“阴阳”观念、“卦”“爻”的含义等问题作了分析说明，通过细密考辨彰显了经学解释背后的思想严谨脉络，为早期易学研究的拓展与推进提供了新路径。

方朝晖教授对“慎独”这一重要概念进行了分析讨论。他从古文字学角度出发，指出“慎”应当训为“诚”，即《中庸》的“诚者天之道”，而“独”则不能理解成“独居”“独处”，应当是“私人场域”，如家庭、师生等非公共空间，凸显“慎独”作为修身功夫的实践意义。他肯定了梁涛等人“慎其心”说的合理性，指出自欺行为源于“他人不知”的侥幸心理，强调将言行置于公共伦理尺度下加以检验，才能与“慎独”的真义相契合。

主题报告第二场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赵卫东教授主持，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葛荃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余治平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杨朝明教授分别以《汉代经学理论的特点与儒家政治哲学》《董仲舒论<春秋>“大信之辞”：齐桓公因信而霸的公羊哲学阐释》《<礼记>精要：解锁“礼”的三重内涵》为题，进行主题发言。

葛荃教授指出，汉代经学以董仲舒为代表，在继承先秦儒学的基础上融合阴阳五行等学说，形成理论体系化、政治化的新儒家思想。其理论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构建“天人合一”的体系性，将自然秩序与政治伦理结合，通过“天有十端”“人副天数”等理论论证君主权力的神圣性；二是强化诠释性，弱化先秦儒家的批判精神，以“微言大义”为现实政治辩护；三是确立政治权威性，借助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通过博士官制度固化其地位。儒家政治哲学围绕三大核心展开：以“君权天授”解决权力合法性，将君主权威与“天”绑定；以“三纲”学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构建等级分明的政治组织原则；以“德主刑辅”为政策导向，主张教化优先、德治为主，辅以刑罚维护统治。汉代经学通过理论改造与制度支撑，使儒学成为维护君主政治的核心思想，既顺应中央集权需求，也为传统中国政治模式奠定基础。

余治平教授深度剖析了董仲舒研究对中华文明的关键作用。他指出，汉代作为中国文明从多元走向整合的时期，其思想建构深刻影响两千年政治伦理，却长期被宋明理学研究热潮遮蔽。董仲舒创造性融合阴阳五行学说，以“天人感应”重构政权合法性，确立“三纲五常”伦理框架，使儒学从民间学说上升为治国意识形态。董仲舒“春秋决狱”的诠释智慧、以“土德”论证汉朝正统的策略，展现出超越后世理学家的政治智慧。余教授特别关注《春秋》公羊学中“大信不盟”思想，揭示上古圣王时代超越外在契约的精神契约，呼吁重新审视儒家礼乐传统。

杨朝明教授的发言围绕“礼”的三重内涵展开。其一，“礼者，理也”，强调礼蕴含自然规律与社会伦理，通过祭祀、丧礼、冠礼等仪式规范秩序，体现“君君臣臣”的等级合理性，并以“圣王制礼”说明礼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效仿。其二，“礼，毋不敬”，指出“敬”是礼的精神内核，贯穿个人修养、祭祀与社会交往，缺失敬，礼仪就沦为形式。强调从言行细节到内心虔诚的敬畏态度。其三，“礼，时为大”，主张礼需因时调整，如历代礼典修订、祭祀与节气结合，以及现代礼仪的兴起，体现“时中”哲学对传统与创新的平衡。三者相辅相成：“理”奠定规范依据，“敬”赋予精神根基，“时”推动动态发展。这一体系不仅揭示礼在协调天人关系、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也为当代传承文化精髓、构建道德规范提供启示，是中华文明“礼乐精神”的核心表达。

17日下午和18日上午，共举行八场分会场发言，与会学者围绕汉代儒学的基本问题与核心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发言者及其题目如下：

第一分会场：张宏斌《“汉家法用令章新”——两汉时期的国家宗教系统》、李竞恒《论汉儒对自治小共同体与社会的重建——从<郑笺>与齐鲁韩毛四家诗异同说起》、郭超颖《郑注礼经发义·绪论》、邝宁《阴阳五行视域下的“格物致知”：郑玄物验思维的诠释与<大学>本义探微》、杨静《“易者，礼象也”：郑玄以礼注<易>思想辨析》。

第二分会场：肖航《<白虎通义>宇宙论探微》、闫春新《“齐学”视野下的<春秋公羊传>传经特色——兼论“齐学<春秋>”的两汉流变》、王泽春《<春秋公羊传解诂>“所见异辞”句传文误补、解诂错简献疑》、蔡杰《论王充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对冯友兰、李约瑟与牟宗三的省思》、张禹《<春秋>灾异的叙事布局与意义隐微》。

第三分会场：赵建永《从汉代易学到魏晋玄学对<周易·复卦>的诠释看经学的返本开新——基于汤用彤相关研究的考察》、张也《东汉宗经倾向与师法家说的异化》、巩宝平《论司马迁对孔子晚年哭泣的书写》、王光辉《论汉代孔子“素王”说的形成与流变》、解树明《汉碑引<易>与汉代易学传承》。

第四分会场：辛智慧《董仲舒天人经说与汉代文教立国》、雷天籁《汤武革命与董仲舒的文质论历史观的建立》、王开元《德刑之争的权力论述与解决方案：从孔子到董仲舒》、周灏《<春秋繁露>中“权变”观念的政治伦理阐释山》、白立强《奉元立正：董仲舒“大一统”基源性释解》。

第五分会场：张秋升《经学与国家治理：王莽与刘秀以经治国比较分析》、邵铁峰《叔孙通在何种意义上是对的？——从布尔迪厄社会学出发的一种解读》、张保见《寓经于史：班固<汉书·食志>上古三代之制构建》、王康《论陈立对汉代今古文之争的建构》、赵蕾《昭宣时期儒家经学的传承与发展》。

第六分会场：何大海《谶纬学研究的几点现代价值》、相福星《两汉诗教的制度化、体系化特征及与时代观念的整合与强化》、王纪东《一脉相承通时达变：以周末、汉初儒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为中心的考察》、白发红《<尚书正义>与<书集传>对帝道与王道的理解》、白晨昭《董仲舒<春秋繁露>圣人诠释的理论架构与儒学内涵》。

第七分会场：马宁《清代大戴礼学的建构：兼论阮元对孔广森大戴礼学贡献的认知》、石林林《“何、郑之争”新论：以何休、郑玄<论语注>为中心》、杨宇鲲《<别录>所见<礼记>诸篇的分类方式不合理的原因重估》、居晓倩《论当代三家<诗>学人分派研究的得与失》、吴朝旭《从“大同”到“大顺”：<礼记·礼运>的礼治秩序建构与文明论意涵》。

第八分会场：方新雷《孔子修、作<春秋>问题新解》、芦娜《汉代“文王受命”的故事重构与文本阐释》、经典《“以<易>言灾”与“以灾言<易>”：汉代易学的灾异说诠释理路》、张震宇《<杂卦传>卦序问题新解》。

五人会谈环节，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杨朝明教授主持，参与会谈的有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黄开国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葛荃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秋升教授、衡水学院董子学院白立强副教授。围绕“经学研究的现代意义”这一主题，五位学者从经学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汉代经学的内部纷争、出土文献的作用、汉代文学的历史影响等相关分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闭幕式环节，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李富强副教授进行总结，对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参会情况与论文收集情况、主题报告与各分会场的讨论内容以及经学的研究特点与未来展望，进行了总结汇报。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赵卫东教授做闭幕致辞。赵卫东教授对各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表达了感谢，并提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哲学研究所团队将进一步加强与学界同仁的交流合作，广泛吸取与会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最后，杨朝明教授表示中国哲学研究所将选辑优秀文章，续编《儒林》杂志，并期待明年“儒林论坛”的继续举办，与大家再会。至此，“儒林论坛·经学全盛时代的中国儒学”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从单体保护到全域联动 四川省文庙保护联盟正式成立

中新网德阳5月23日电 (杨勇)5月23日，四川省文庙保护联盟成立大会在德阳文庙举行。

据了解，四川省作为文化大省，拥有众多文庙等儒家纪念建筑，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庙面临着保护不足、研究滞后、文化价值未充分挖掘等问题。此次成立四川省文庙保护联盟，就是旨在通过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协同创新等方式，共同推动文庙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促进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活动现场，四川省文庙保护联盟理事长，德阳市博物馆馆长张杰在发起四川省文庙保护传承倡议时呼吁各地文庙、社会各界携手同行，以敬畏之心守护文化遗产，以开拓之志传承文明之光，让四川文庙在新时代绽放新颜，为中华文化复兴注入澎湃活力。

在举办联盟成立大会前一天，四川省文庙保护联盟成员单位在德阳还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联盟理事长单位兼秘书处单位、联盟理事长及副理事长单位，并选举产生联盟秘书长单位及副秘书长单位。

据了解，四川省文庙保护联盟成立后，将主要围绕，开展四川省文庙保护专题调研，掌握保护现状，提出保护建议与对策；建立四川省文庙保护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组织文庙保护修复、陈列展览、学术研讨等活动，提升保护与研究水平；加强文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举办四川省孔庙(文庙)文化节等活动，提升知名度与影响力；推动文庙与旅游、教育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山东邹城举行纪念孟母孟子大典

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二，孟子故里邹城孟庙内钟磬齐鸣、佾舞翩翩，一年一度的纪念孟母孟子大典正在这儿举行。

上午9时许，“启扉——”声起，释奠雅乐《凝安之曲》奏响，棂星门缓缓开启，社会各界、孟氏后裔及专家学者2000余人，在文舞生和武舞生的引领下，端重地步入亚圣殿前。

“鼓初严，鼓再严，鼓三严……”《浩然之曲》奏起，武舞者手持干戚，文舞者手持翟籥，周旋中规，折旋中矩，庄重平和，典雅纯朴。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代表依次向孟母孟子敬献花篮、三鞠躬，深切表达对孟母孟子的崇敬怀念之情。

“邹鲁荡荡，凫绎岩岩，嗟我亚圣，伦类卓冠。功不下禹，德参孔颜，孰启幼蒙？孰正童顽……”山东省政协常委、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孟鸿声宣读祝孟母孟子文。祝文历数孟母教子功绩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追思孟子对中国和世界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孟繁濛专程赶来参加纪念孟母孟子大典活动，她告诉记者：“释奠礼是君师之礼。释奠礼以礼器仪节建构，为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了文化正统性根基，举办纪念孟母孟子大典正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转化为兼具历史深度与现代认同的文化实践。”

据悉，此次活动是2025孟子故里（邹城）母亲文化节的最重要活动之一。本届母亲文化节以“坚定文化自信，过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母亲节”为主题，以举办文化活动为载体，旨在通过弘扬母教文化、深化城市品牌建设，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来源：“邹城发布”微信公众号202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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